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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胡适诞辰 122 周年及胡适研究会 2013 年年会上的讲话 
 

耿云志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感谢大家来参加今天的年会。 

今天主要是为纪念胡适先生诞辰 122 周年而

把大家聚在一起，同时也作为我们研究会的一次

年会。因为礼拜天，大家比较容易聚在一起。所

以，我们提前两天，来纪念胡适先生的生日。 

为了这次聚会，我们将本来应该在 11 月下旬

出刊的《胡适研究通讯》第 24 期，延期到 12 月

下旬。以后，我们打算，如无特殊情况，我们每

年的这个时候，都举行聚会。为此，我们决定，

从明年起，《胡适研究通讯》改在 3 月、6 月、9

月、12 月的下旬出刊。 

平日大家都很忙，难得聚会。我今天借这次

聚会的机会，讲一讲胡适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到现在，胡适研究已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历程。

我个人是从 1975 年开始系统地研究胡适的材料，

查阅胡适档案。但接触胡适这个题目，其实从 1972

年就开始了。因为从那一年开始，我们近代史研

究所组织一个团队，开始做中华民国史的研究，

我主要分担思想文化方面的研究任务，必然地要

碰到胡适这个题目。我于 1977 年写成《胡适小传》

（一万五千多字），1978 年刊在内部出版的《中华

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第五辑上。所以，就

我个人而言，胡适研究已走过了近四十年的历程。 

胡适研究真正形成气候，是在 1979 年。那一

年举办了全国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60周年的研讨

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具体工作由当时近

代史所的副所长和《历史研究》的主编黎澍负责。

会议论文中研究胡适的，有六、七篇。这是破天

荒的事情。以往在公开场合，胡适只有被批判的

时候，才会提到他，现在居然在全国规模的学术

研讨会上，竟有六七位学者把他作为研究对象来

加以讨论。这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这年 5 月前

后，在北京、上海等地，都有一些有一定分量的

胡适研究文章发表，在上海是刊登在《复旦大学

学报》上，在北京是刊登在《历史研究》上。其

他刊物也有，不能意义列举。武汉大学的易竹贤，

可能也就在这前后，在中文系开设了“胡适与新

文学”的专题课。 

我研究胡适稍早一点，不是说我个人有什么

先见之明，而是有一些客观的有利条件。我们在

1972 年着手研究中华民国史。我负责思想文化方

面，胡适自然是绕不过去的，一定要研究。另一

个有利条件是近代史所藏有胡适本人长期积累保

存下来的档案文献。这些条件加上我对文史哲都

有较好的基础，又一向喜欢独立思考，因此就做

起胡适研究来。 

1979 年的纪念五四 60 周年的研讨会，成为一

个标志性的事件，此后，风气逐渐开放，比较实

事求是地研究胡适成为可能了。自 1979 年到整个

八十年代，在若干大学，和若干社会科学研究机

构，陆续有人对胡适研究发生兴趣，大家基本上

是利用较易找到的材料，来揭示胡适的本来面目。

报刊上有关胡适的文章渐渐多起来。据不很准确

的统计，从 1979 年 5 月，到 1990 年，内地发表

有关胡适的论文和文章有 480 多篇，出版研究胡

适的专书有十余种，我的《胡适研究论稿》出版

于 1985 年，其后，陆续出版了几种胡适的传记性

的书，如易竹贤的《胡适传》出版于 1987 年，朱

文华的《胡适传》出版于 1988 年。我的《胡适年

谱》和曹伯言、季维龙的《胡适年谱》都是 1989

年出版。这一时期的研究都还是分散进行的。 

九十年代初，胡适研究者才开始汇聚起来，

形成了一股学术力量。1991 年，当胡适诞辰 100

周年的时候，我请得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

绳先生的支持，于那一年的 11 月，在胡适的家乡

安徽绩溪，举办了第一次胡适研讨会，有七、八

十位学界朋友参加，论文四十多篇。这也是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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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的事。会后，我编辑出版了论文集，取名《现

代学术史上的胡适》。据我所知，这是唯一一部有

再版机会的研讨会论文集。1992 年，我在北京燕

京饭店又举办了一次国际性的胡适学术研讨会，

海外的周质平、唐德刚等都参加了。会议有热烈

的学术讨论之外，还形成了两点共识：一是编辑

出版《胡适全集》，二是成立胡适研究会。这两项

工作很快就开始做了。 

九十年代的胡适研究已形成风气，用唐德刚

先生的话说，胡适研究成了独立的一门学问

——“胡学”，甚至骎骎成为“显学”。后来，

又举办了两次研讨会，93 年在青岛，95 年在上海

华东师大。 

接连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一方面使胡适研究

产生很大的影响，使胡适研究成了一块繁花生树，

草长莺飞的园地。在这块园地里成长起一批又一

批年轻的学者，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以胡适为研究

题目而拿到学位的。另一方面，使研究胡适的学

者互相联系起来，了解彼此的工作，既可各自确

立自己专长的研究方向，又可互相协作做一些公

益性更强的工作。 

九十年代，除了研究的范围更加推广，研究

的深度也有进展之外，这一时期，大家很重视胡

适研究资料的汇集出版。如姜义华编的《胡适学

术文集》、欧阳哲生编的《胡适文集》、我编的《胡

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和《胡适论争集》。这些书为

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胡适遗稿及秘藏

书信》一书，是胡适档案资料的选编，材料非常

丰富，又都是原始资料，价值极高。我从八十年

代中期起，就奔走各方，希望编辑出版这些珍贵

史料，使学者们都能充分利用它们，通过这些资

料认识民国时期中国的教育、思想、学术与文化

界的真实面貌，尤其是更进一步了解胡适的真实

面貌。但直到九十年代初，此事才得以付诸实行，

其中甘苦，非外人所能知。这套书（42 册）出版

后（1994 年 12 月），有几位中青年朋友告诉我，

此书是学界引用率最高的书。后来安徽教育出版

社出版的《胡适全集》，其主要编辑工作也是在这

个时期进行的。这个时期，我们还为从事胡适研

究的学者们创立了专门的学术园地。在北京有《胡

适研究丛刊》，现在改称《胡适研究论丛》；在安

徽有《胡适研究》（出了 3 辑）。 

进入 21 世纪，胡适研究出现两个新的趋势：

一是国内发表的论文涉及胡适政治思想方面的内

容增多。在此以前，人们基本上还没有直接以胡

适的政治思想为题发表文章，还没有正面解析胡

适的政治思想。新世纪以来，这方面的文章开始

出现，而且有李建军的专著《学术与政治：胡适

的心路历程》，是专门解析胡适的政治思想的。此

书在香港出版，有余英时先生和我写的序。另一

个趋势是开始将胡适的思想，胡适研究的成果向

胡适研究圈子之外，甚至向学术界之外推广。2001

年，为纪念胡适诞辰 110 周年，我借民革中央会

议室开会，就邀请了一些与胡适研究无关的一些

人士参加。2011 年为纪念胡适诞辰 120 周年，我

在宋广波协助下，赶编了专为青年和普通读者阅

读的两本书。一本是《新编胡适文选》，一本是《胡

适书信选》，并修订再版了胡适画传《胡适和他的

朋友们》。今年 5 月，我们在安徽绩溪县的适之中

学举办了中学生阅读胡适的活动。外研社提供了

200 多本《新编胡适文选》，让学生阅读后写文章，

并进行评奖。总体效果出乎意料地好。以后，只

要环境条件允许，又能筹集到经费，我想我们还

可以多办一些类似的活动。比如，可以在大学里

举行有关胡适的演讲会之类。 

九十年代以来，我们开展的诸多有关研究的

活动，都得到一位朋友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这位

朋友就是陈宏正先生。我们做胡适研究的朋友，

都应该记住这位朋友。 

回顾过去 30 多年的工作，我觉得最重要的经

验就是秉持学术的立场和学者的态度，来推动胡

适研究的工作。过去，在革命战争年代，胡适的

思想与中国的政治大势，很难协调。而现在中国

是和平改革和建设的时代，胡适思想有很多值得

借鉴的东西。研究胡适，揭示他的思想，特别是

他的方法论思想，对任何想干成一项事业的人都

是有意义的。所以，研究胡适，正确对待胡适的

思想遗产，对我们的民族是一项有深远意义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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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但经过几十年的左倾思想，革命主义思维的

笼罩，几十年对胡适的“大批判”，现在要让人

们重新了解胡适，认识他的思想的真正价值，决

不是短期能够奏效的。在这个过程中，一味唱高

调、发议论是无济于事的。所以，我主张一定要

脚踏实地，一方面自己首先要努力弄清胡适的思

想；另方面，要有耐心把我们知道的东西告诉其

他人。我们的目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胡适，增长

应对各种挑战的智慧，使整个民族受益。而不是

以辩胜求快，更不是以鸣高自炫。变革人们的思

想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变革社会就更是一个很长

的过程。我很欣赏清末改革家张謇的一句话，叫

做：“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这样取得的进步，

扎实、牢固，经得起风吹浪打。 

我和胡适研究会所秉持的这种态度，并不是

很多人都认同。那些坚持左倾教条主义的人们就 

 

不用说了。那些自视为非常“新”的人物，也不 

满意我们，有时还要说几句略带嘲讽的俏皮话。

我劝大家不要介意。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不必因

有人说三道四，就改变自己的初衷。 

做推动胡适研究的工作，要秉持公益心，不

要有任何追逐个人私利的打算。只有这样，才能

坚持我前面强调的脚踏实地的精神。有了这两条：

公益心和稳健进取的精神，才能将热心毅力持之

以恒。 

我们前面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一些年富力

强的中青年学者，要逐渐把主要工作承担起来。

让我们大家共勉！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适给蒋廷黻的一封信 
 

邹新明 

 

哈佛燕京图书馆不仅中文藏书居北美高校图

书馆之首，而且名人档案资料收藏也颇为丰富，

如胡汉民档案、蒋廷黻档案、洪业档案、裘开明

档案等。2013 年 1 月开始，笔者有幸在哈佛燕京

图书馆交流学习，接触到蒋廷黻档案，其中有胡

适 1949 年 2 月 17 日至 3 月 10 日断续写给蒋廷黻

的一封信。此信近 3000 字，涉及当时国民党败局

已定情况下胡适的心境，各方人士的心态、应对，

以及《自由中国》的缘起等，可资参考者颇多。

这里全文加以介绍，并对其中涉及《自由中国》

刊名问题略作讨论。 

胡适此信全文如下： 

 

上海，太平路 121 号徐大春转 

（Feb. 17, 1949） 

（有一部分是 26 Feb.写的） 

T. F. —— 

真真对不住你！你十二月十六从巴黎寄的信，

到今天两个月了，我还没有写信给你！这两个月

真是“难过”！我一生没有经过这样“难过”的两个月。 

你的信，我曾给一些朋友看过。（这信在我袋

里日久了，信纸都有点破烂了！）孟真、雪艇、咏

霓、冠贤、月涵、杭立武都看过；看过此信的，

还有几个老辈，也还有几个年青人。 

我自己很感觉你提出的 “中国自由运动 ”

（Movement for Chinese Freedom）是扼要的一句

话。看见此信的人大概都赞成这个意思。有人提

议，可以先组织一个“中国自由社”或“自由中国社”，

目的是为国家的独立与民族的自由努力奋斗。也

有人提议，这种组织此时应有限制，人数约以三

十人为主体（干部），并且不可公开，公开则趋附

之人太多，流品必太杂，怕没有用处。也有人提

议，应该先办一种杂志，如《独立评论》之例。 

有一天，陶孟和（没有看过你的信）说，“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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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有闲阶级的奢侈品。”他虽然不是对你的信说

的，但此语在今日中国不是没有赞成的人。今日

大多数人当然不看重自由，即所谓“少数”智识分子，

也不见得有多少人重视自由的价值。我在北平时，

亲自听见所谓“前进教授”说的论调与陶孟和说的

很相似！（友人中如吴景超此次一定不肯离开北平，

他来看我，说，我们应该给中国共产党一个表演

的机会，不可但凭成见就判断他们没有希望。） 

我觉得你这信太简单，匆匆写的，不曾有个

发挥的机会。其中有几点容易引起误会。一是你

提议在纽约、伦敦、巴黎等处先设委员会，此点

容易使人感觉你先假定国内已无可工作的时势与

地点。一是你提到社会主义路线，有些人颇感觉

我们所能提倡的同我们所要求的，都不应该和现

实距离太远。（说这话的人大概是有点嫌你说的

“无阶级而又自由的社会”近于理想？） 

你在国外写此信时——十二月中旬——中国

形势确有大崩溃的样子。我那时在南京，亲见亲

闻，大都是 defeatism in the extreme! 不但中国人

士如此，外国的外交家、军事家、新闻记者、也

大都如此看！我曾与 Gen. David Barr 谈，他说，“此

时除了调麦帅的大军来打仗之外，没有别的法子

可以挡住共产党。你知道调麦帅的大军来打仗是

做不到的。所以我说，太晚了，没有法子了。”十

二月十九日，我去看李德邻先生，朱骝先也在座。

李先生说，“不出一两个星期，南京就要兵临城下

了！政府至今不能决定实行搬广州，难道真要像

广东话说的‘一锅熟’吗？”我举此两个军人作例，

可见其余。我那时所知道的人，大概只有雪艇，

骝先、孟真等极少数人还不曾走上这一道。 

（现在那些主张在南京开会的检查委员与立

法委员们，即是当日飞逃出南京的人！今日略有

长江可守的心理，也正是因为人们渐渐觉得长江

究竟不太窄！） 

蒋先生的反共信念还很强，但他对于军事上

的把握似乎也因几次大败溃而减低他的信念了。

士气的不振，确很可怕。我听军事首领谈话，他

们都归咎于最高统帅之越级指挥与战略上的错误。

平心而论，这不免是自图卸责。但蒋先生自己实

亦不能辞至少一部分的责任。（Barr 仍然也说，

Gimmo 干涉固然不好，但他若不干涉，也许更坏。

B.又说，有许多事，Gimmo 的命令并不生效，只

是纸上画诺，并不奉行！） 

我当初即主张“和比战难”，此言是我从苦痛经

验得来的，证之于历史而无疑。今日所谓“和”有两

个意思：一是无条件的投降，一是希望画长江为

界，做成南北朝局面。两个不同的意思，而用同

一名词，故最能淆乱听闻。 

邵力子不客气的承认“无条件的投降也不坏。”

他对我说：“Hirohito 的作风胜于 Hitler 的作风。

Hirohito 无条件的投降了，居然保全了日本。Hitler

打到底，故毁了德国。”他没有想想，受降的谁，

此中大有区别。 

张治中，据蒋先生说，并不主张无条件的投

降，只盼望做到画江分治。前几天李德邻代总统

在广州曾对人说[不公开的集会]，共军未渡江之前

谈和，于政府有利而无害，故我们诚意的求和平。

但若万一不能和，而共军强行渡江，则政府决打

到底。此话虽“不公开”，而见于各报，我引的是二

月二十三日《新闻报》。但廿六日新闻报登出总统

府黄雪邨局长回南京时，对报界否认李公有“打到

底”的话。此否认更可见当日说话引起大家注意。

同日（廿六）同报又登出李公在长沙演说，也有“倘

中共不顾全国人民求和之意愿，蓄意破坏和平运

动，政府为保障人民安全，不得不于长江以南备

战以待”的话（中央社电）。这都可见李、白诸公

也想做到“南北朝”的局面。（此段写成后，有人对

我说，我错了，张治中并不反对无条件投降。他

曾对立法委员黄宇人等如此说。） 

共产党的态度是很明显的，他们只要北平式

的投降，不要南北分治，也不要任何有条件的平

等议和。他们说，革命必须彻底。阳历元旦陕北

广播《新华日报》的社论，长六千多字，中引希

腊寓言，说一个农夫见田中一条小蛇冻僵欲死，

他心中不忍，抱蛇在怀中取暖，蛇得暖气复活，

但他是条毒蛇，复活后就把农夫咬死了。广播中

明说，国民党现在还是在冻僵，决不可让他复活。

这篇广播最可表现中共在这时候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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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亦是“和比战难”的一例。毛泽东一月十四日

广播的八条件之中，战犯虽列第一条，其实不重

要，重要的是军队改编与未来联合政府。李德邻、

白健生诸公似亦明白联合政府的危险，故似想避

免这一着，但邵力子等必极赞成联合政府。若不

认联合政府，则和谈必不能成功。 

 

March 10, 1949 

以上是二月底写的。写了没有寄，又是十天

了。局面还很混沌。孙科内阁倒了，继任内阁还

没有产生。共产党气焰熏天。立法院在南京开会，

多数立法委员对孙哲生只有恶骂，但很少（其实

可说“没有”）立法委员敢对共产党出恶声！ 

我本定了 March 9的 President Wilson船出国，

但到了二月底，还想多住些时，多看一点，所以

前几天把船位退了。大概我四月六日坐“President 

Cleveland”出国。此行完全是以私人资格作一个

“study tour”，绝对不再做外交官，只想看看世界

形势。请你把此意告知几个老朋友，如 K. C. Li， 

C. L. Hsia, 刘锴（if he is in N. Y.）。见少川时，也

请告诉他。 

此间报纸登出你的讼事，Evening Post & 

Mercury 曾有三次社论批评你。我见着 Randal 

Gould，很指摘他不应该“不知而作”。我把你的事

大致告诉他，我说，“你不看见唐女士提出的要求！

是 separation，而不是 divorce 吗？”他承认他有点

不对。 

听说，政府中也有人想借此攻击你。我盼望

改组的政府里的外交部能了解你在 UN 的地位的

重要。这几天报上说，政客先生们高谈什么“独立

的外交政策”，颇使我骇怕！ 

我出国之前，也许杭立武兄诸人能办起一个

刊物，我曾提议就叫做“自由中国”（Free China），

立武想用“自由周报”一类的名字。我提议请萧公权

（现在是政治大学教授，暂避居台湾）主持编辑

事。此时办一个刊物很不容易，回想《独立评论》

时代，真如同隔了一世了。 

如果他们用“自由中国”的名称，你可以明白那

是你去年十二月十六日一信的影响。你若有文字，

请寄给立武，他住在你的旧寓（建国西路 570）。 

我何时到达纽约，还不可知。路过金山，也

许要在元任处住几天。此信写了多时，若不寄出，

更写不完了。就此结束了，祝你们好。 

适之 

 

March 10, 1949 

近来身体不坏，但心绪实在不好！现虽决定

出国，我实不愿走开，故已两次取消船位了。没

有去台湾，也是因为同样的心理。 

我总力劝当局者努力做到一个“撑”字。“撑”

的界说，可用小说书的老话，“只有招架之功，更

无还兵之力。”我三番五次的说：“苦撑三个月，有

三个月的功效，苦撑六个月，功效更大。若能苦

撑一年，就可以收很大的功效了。” 

适之 

 

关于《自由中国》杂志名称的由来，当年直

接参与此事的核心人物雷震、杭立武后来回忆时，

都指出是由胡适提出的。 

雷震的回忆说：“以《自由中国》为报刊的名

字，亦系胡适命名，盖仿照当年法国戴高乐之《自

由法国》也。”1这里还指出了胡适为杂志取名的思

想来源。 

杭立武回忆：“愚在沪一面抢救物资，一面计

画反共。首先拟办一杂志，曾草拟缘起并提出十

余名称，就商于胡先生，胡先生阅后，十分赞成，

并愿合作，但对杂志名称认为传统的字样不足以

号召，主张用‘自由中国’四字，我接受后即加紧筹

备。”2胡适此信中说：“我曾提议就叫做‘自由中国’

（Free China），立武想用“自由周报”一类的名字。”

与杭立武的说法多少有些出入，但《自由中国》

由胡适提出则是一致的。 

从两人的回忆看，都没有提及蒋廷黻对此事

的贡献。胡适在此信中说得很明确：“如果他们用

‘自由中国’的名称，你可以明白那是你去年十二月

十六日一信的影响。”结合上引回忆和胡适此信，

笔者推测，胡适《自由中国》刊名的提出，远者

或受戴高乐“自由法国”的影响，近者则肯定受到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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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黻提出的 “中国自由运动 ”（Movement for 

Chinese Freedom）的影响无疑。 

1949 年 11 月 20 日，《自由中国》杂志在台北

创刊。12 月，蒋廷黻等人在美国宣布组成“中国自

由党”。当时蒋廷黻更多的注意力在建党上，虽然

他在“自由中国社”发起人名单中仅排在胡适、王世

杰之后，居第三位，3以往相关论述似乎没有提及

蒋廷黻对《自由中国》杂志命名的贡献，故特此

揭出。 

遗憾的是，蒋廷黻 1948 年 12 月 16 日自巴黎

寄给胡适，并在胡适口袋里装了多日，经多人传

阅，以致信纸破烂的书信，现在似乎已不见了踪

迹。所幸蒋廷黻当年的日记尚在哈佛燕京图书馆

此批档案中，笔者检索当日蒋廷黻日记，相关内

容如下： 

Wrote letter to Hu Shih, asking him to be one of  

 

the sponsors of “Movement for Chinese Freedom”, 

the ultimate aim of which is a classless but free 

society. To my mind, I added, neither Soviet 

communism nor American capitalism has a future, 

which undoubtedly belongs to liberal socialism. 

虽然不是书信的全部，但还是可以了解书信

的主要内容，胡适信中提到的“中国自由运动”和

“无阶级而又自由的社会”，也都包括在其中了。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图书馆） 

                                                              

1 雷震《我的母亲续篇：雷震回忆录》，第 150 页，台北：

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出版，2009 

2 杭立武：怀念文化界巨人胡适之先生，收入李又宁主编

《回忆胡适之先生文集》第二集，第 177 页。纽约：天外

出版社，1997 年。 

3 沈卫威《自由守望：胡适派文人引论》第 385 页，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年。 

 
胡适先生的两篇英文逸文 

 
席云舒 

 

胡适先生的英文论著非常丰富，美国的德拉

菲尔德和袁同礼先生于 1957 年和 1962 年合作编

订过两份“胡适西文著作目录”，1957 年的目录收

录了83篇文章，1962年的目录收录了237篇文章；

周质平先生和他的学生欧阳珣也于1992年编订过

一份“胡适英文著作编年目录”，收录了 233 篇文

章。周质平先生编的《胡适英文文存》（台北远流

版）三册共收了 147 篇文章（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的《胡适英文文存》三册所收的 87 篇文章系

从远流版中选出），《胡适英文未刊遗稿》（台北联

经版）收了 66 篇文章；而安徽教育版的《胡适全

集》则一共收了英文著作 239 篇（部）。但这些已

出版的英文论著，远非胡适先生的全部英文著作。

近年来，我经过多方搜寻，除上述已收入各种文

集出版的文章外，又搜集到他当年在海内外英文

报刊发表的论文和未刊英文手稿 110 余篇（部）。

今年第 3 期《胡适研究通讯》里我已经提供了一

篇他 1914 年发表于《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上的文

章 The Confucianist Movement in China，本期我再

提供两篇文章，供各位专家参考。所有这些英文

文章及其中译文，都将收入“胡适英文论著汉译

系列”出版。这里先对本期刊发的这两篇文章的

搜集情况做个简单介绍。 

 

一、The National Language of China 

这篇文章的发现，应该感谢正在中国传媒大

学做博士后研究的朱闻宇博士。朱博士参与了“胡

适英文论著汉译系列”部分篇目的翻译工作，他

在 翻 译 胡 适 先 生 1923 年 的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一文时，发现胡先生在一条注释里提

到 The National Language of China 这篇文章（见

《胡适全集》第 35 卷第 665 页）。此前我虽然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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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适先生 1922 年 5 月 24 日的日记里看到过这

样一段话：“我想将来把我的英文演说论文等集在

一块付印，虽不能佳，应该比许多外国作者的瞎

说高明一点。已成者，有这几天做的两篇，以及

The National Language of China[《中国国语》]……”

（见《胡适全集》第 29 卷第 631 页），但胡适先

生的日记里并未交待这是他在何时何地的演讲，

以及发表于何处，所以我当时未能找到此文，也

没有留意到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里的这条注

释，我本打算作存目处理，而朱闻宇博士发现的

这条注释，帮助我找到了这篇文章。因此，这篇

文章的发现，主要是朱闻宇博士的功劳。 

胡适先生的这篇文章，既未收入《胡适全集》，

也未收入周质平先生编的《胡适英文文存》和《胡

适英文未刊遗稿》，袁同礼和德拉菲尔德编订的两

份“胡适西文目录”里也都没有收录。胡先生在

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一文的注释里也只注明了

此文“ in a volume published by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Club of Shanghai”,但并未写明该出版

物的名称和出版时间。他在同一条注释里还提到

了他的另一篇文章“Hu Shih, Selected Writings, Vol. 

Ⅲ., PP.1—80”，这里虽然没有注明此文的题目，

但我们根据他正文中转述的内容，可知他指的是

《胡适文存》（一集）卷三里的第一篇文章《国语

文法概论》。胡适的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作于

1923 年 4 月 3 日，《国语文法概论》原载于 1921

年七八月份出版的《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四号，

他在 1922 年 5 月 24 日的日记里已经提到了 The 

National Language of China 这篇文章，据此我们可

推知此文应作于 1921 年下半年到 1922 年 5 月之

间。当年上海的美国大学俱乐部编辑出版的连续

出版物不止一种，我经过多方查找，终于在商务

印书馆（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in Shanghai）

1923 年出版的 American University Club of China, 

Lectures 1921—22 这本演讲集里找到了这篇文章，

该演讲集国家图书馆和清华大学图书馆有收藏。 

尽管这篇 The National Language of China 和

《国语文法概论》讨论的都是国语文法的问题，

篇幅都比较长，写作时间也较为接近，但 The 

National Language of China 却并非《国语文法概论》

的英文翻译，而是两篇不同的文章，它们不仅在

表述方式上有着明显的差异，文中所举的例子也

多有不同。尤其是他把中文文法与英文文法相比

较时，用汉语的语序把中文句子翻译成英文，并

指出“英语只是一门有限发展的语言”，而汉语

“就语法而言，无疑是世界上最为高度发展语言”。

他的这个观点，直到 1958 年 5 月 4 日在台北“中

国文艺协会”的演讲《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中还

重申过。由此可知，他的这个观点并不是在他晚

年才形成的，早在 20 年代初，他就已经提出了这

个观点。把 The National Language of China 和《国

语文法概论》这两篇文章对照起来阅读，似乎可

以更加全面地理解胡适先生有关国语文法的观点。

朱闻宇博士已经将此文翻译成了中文。 

 

二、Cultural Rebirth in China Outlined 

德拉菲尔德和袁同礼 1962 年编订的第二份

“胡适西文目录”（Bibliography of Dr. Hu Shih’s 

Writings in Western Languages）第 166 条记载：

“ Cultural Rebirth in China. Speech before 

Pan-Pacific Club, May 13, 1927. In: Trans-Pacific, 

Vol. 14, No. 20，May 14, 1927, p.13.”（见“中央研

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34 本《故院长胡适

先生纪念论文集》，1962 年，第 823 页）。但这条

目录并未注明 Trans-Pacific 的出版地，也没有说

明 Pan-Pacific Club 是哪个国家的组织。 

1926 年 7 月，胡适先生去伦敦参加“中英庚

款顾问委员会”会议，在欧洲停留了将近 5 个月，

12 月 31 日，他离开伦敦去了美国。在美国期间，

胡适先生发表过多次演讲，其中包括他去哥伦比

亚大学领取迟到了10年的博士学位时发表的6次

演讲《中国哲学的六个时期》等。1927 年 4 月 12

日，他离开美国，取道日本回国，24 日到达日本，

在日本逗留了 23 天，5月 17 日离开日本回国。胡

颂平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27 年记载：

“五月十四日，先生在美国时对泛太平洋俱乐部

讲演的‘Culture Rebirth in China’[《中国文化的

再生》]，今天在《太平洋杂志》发表。”（见胡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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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二]，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年，第 679 页）；耿云志

先生在《胡适年谱》中也说：“（胡适）在纽约停

留期间，曾在泛太平洋俱乐部讲演《中国文化的

再生》。”（见耿云志：《胡适年谱》（修订本），福

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 年，第 129 页）。胡颂

平和耿云志先生都认为这篇 Culture Rebirth in 

China 是胡适在美国时发表的演讲。 

但我在美国各大学图书馆的网站上查找，均

未找到名为 Trans-Pacific 的出版物，而胡适先生

在美国其他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从这些图书馆大

多能够找到。这让我对胡适先生这篇文章究竟是

不是他在美国的演讲产生了怀疑。我推算胡适先

生这篇文章发表的时间，以及 1927 年他在美国和

日本停留的时间，德拉菲尔德和袁同礼记载这篇

文章是1927年 5月 14日发表的，而胡适先生1927

年 4 月 24 日至 5 月 17 期间在日本，那么这篇文

章会不会是他在日本期间发表的演讲呢？ 

于是我就到日本各大图书馆网站上去查找，

却发现包括东京大学图书馆在内的日本各大学图

书馆均未收藏这份出版物。我经过反复检索，最

后在日本国会图书馆查找到了 Trans-Pacific 的相

关信息。Trans-Pacific 是日本“英文日本广知报社”

主办的一份英文国际财政经济杂志，该刊 1919 年

创刊时初为月刊，有汉字刊名为《联太平洋》，1925

年改为周刊，汉字刊名也改成了《太平洋》，该刊

1940 年停刊；而 Pan-Pacific Club（泛太平洋俱乐

部）是 1927 年前后刚刚在大阪成立的民间组织。

我通过在日本的朋友与日本国会图书馆联系，请

求复印胡适先生的这篇演讲，却被告知由于年代

久远，该杂志保存不善，除了标题能看清楚，正

文已经完全看不清了。我想起几年前李欧梵先生

曾经告诉我，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和

赖世和日本研究中心是哈佛最有影响的亚洲研究

中心，我想，如果此刊在哈佛赖世和日本研究中

心也不能找到的话，那么胡适先生这篇演讲的真

相也许我们就无法获知了。我委托在哈佛大学访

问的林晓霞博士去赖世和日本研究中心查找这份

刊物，林晓霞博士终于帮我在哈佛大学的怀德纳

图书馆（Widener Library）收藏的这份杂志里找到

了这篇文章。 

Trans-Pacific 刊登的这篇文章，并不是胡适先

生演讲的原文，而是该刊记者记录的，文章主体

部分都是胡适先生演讲的原话，但开头有记者对

胡适这次演讲的大概介绍，结尾还介绍了德川亲

王和当时日本铁道大臣井上匡四郎子爵参加这次

活动，以及有关泛太平洋俱乐部成立的情况。尽

管如此，这篇文章仍然是胡适先生有关“中国的

文艺复兴”论述中非常重要的一篇，他在这篇演

讲中首次使用了“历史的方法”和“实验的方法”

来介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 

需要指出的是，胡颂平和耿云志先生把这篇

文章当成是胡适先生在美国的演讲，这并不是胡

颂平和耿云志先生的错，而是袁同礼和德拉菲尔

德的记录不够完善的缘故。这篇演讲 80 多年来一

直没有被发现过，胡颂平和耿云志先生所依据的

只能是袁同礼和德拉菲尔德的记录，但袁同礼和

德拉菲尔德的记录本身也有错误，这篇演讲是

1927 年 5 月 14 日发表的，文章开头就说“北京大

学教授胡适博士上周五所作的关于近年来中国形

势的演讲，或许是泛太平洋俱乐部里最有启发性

的演讲”，5月 14 日是星期六，文中说这是胡适先

生于“last Friday”所作的演讲，就应该是 5 月 6

日的演讲，而不是袁同礼和德拉菲尔德目录中所

说的“May 13”，如果是 5 月 13 日的演讲，文中

就应该写作“this Friday”才对。并且这篇文章在

Trans-Pacific周刊上是分第13页和第22页两页发

表的，袁同礼和德拉菲尔德的目录仅记了第13页。 

 

这两篇文献，虽然内容和主旨不同，但对于

我们研究胡适先生的相关思想，都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希望这些新发现的文献资料，能够对学

界的胡适研究起到一点帮助。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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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TIONAL LANGUAGE OF CHINA 

 
PROFESSOR HU SHIH (HU SUH)

 

Among the leaders of the intellectual class of 

China it is difficult to determine who is exercising 

the greatest influence. The principal difficulty in the 

spread of intellectual ideas has been the linguistic 

disorganization of China. Perhaps no single 

individual has done as much to give literary life to 

the spoken language of China as Hu Suh, linguist 

and philosopher, who is at present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at the Peking National University. Hu 

Suh was born in Shanghai on December 17,1891, of 

an Anhwei family of scholars. His childhood was 

largely spent in reading Chinese literature, which 

perhaps explains his wonderful knowledge of the 

ancient literature of his people, as well as the modern 

literature of the world. He entered the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t Cornell University, but soon found 

that his forte was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He 

graduated with high honors from Cornell University 

and later from Columbia University. 

His leadership in the movement for a “Literary 

Revolution" in China was gained through an article 

“Suggestions for the Reform of Chinese Literature." 

He later published in La leunesse an article on "A 

Constructive Revolution in Chinese Literature." 

Probably his greatest achievement is the publication 

of his poems in the spoken language rather than in 

the classical Wên-li. He has made vulgate Chinese a 

literary medium. Another unusual accomplishment of 

Dr. Hu is his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which 

has become a “best seller.” 

 

Ⅰ 

The movement for a national language of China 

has, daring the past four years, made such 

remarkable progress that we may safely predict its 

ultimate success in the not remote future.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as ordered that beginning 

with the fall opening of 1920, the national spoken 

language should be used in the first two grades of the 

primary schools, and by the end of the present school 

year in all grades of the lower primary. This order, 

though issued by a government whose political 

authority hardly extends beyond the walls of Peking, 

has nevertheless been effectively carried out by 

practically all the provinces in the South as well as in 

the North. I may add that, strangely enough, the use 

of the national language in schools and in writing is 

more universal in the southern provinces where the 

authority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s least felt and 

where the local dialects differ most widely from the 

national tongue. Nor is the national language 

confined to the primary schools alone; for the middle 

and normal schools, where the primary teachers are 

trained, have anticipated the coming change by 

voluntarily adopting texts in the spoken language. 

The large and small published houses have been 

issuing books and periodicals in it, and have found it 

profitable to invest vast sums of money in the 

publication and propagation of vulgate textbooks 

which are rapidly superceding the earlier ones in the 

classical language. Surely the day of its complete 

victory is very near indeed now that it has even come 

to be regarded as a commercial succes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attempt at an 

exposition of the nature and history of what is now 

known as the kuo yu (national language) of China 

which has been so much talked about, but so little 

understood, by people who have not taken su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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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est to look into the matter. Recently, an article 

appeared in the editorial columns of the Central 

China Post under the caption “Has the Chinese 

Language a Future?” in which the author says that he 

“firmly believes that in a hundred years’ time 

Chinese will be a dead language and English will 

have taken its place.” “The writer may not live to see 

it [English] the sole language of China, but probably 

his younger readers will.” While such innocent 

naïvete may not represent the opinion of 

better-informed observers, it cannot be denied that 

even those who have heartily supported the pei hua 

movement do not always fully appreciate the historic 

and intrinsic worth of what they have been 

supporting. it is the desire to make known what my 

study and researches have firmly convinced me as 

the real worth of our language and to dispel all 

possible doubts about its “future,” that has prompted 

me to prepare this paper. 

I shall begin with a generalization that a 

language must possess two qualities in order to 

qualify itself as a candidate for the honor of a 

national language. In the first place, it must be the 

most widely spoken and most widely understood 

dialect in the country. In the second place, it must be 

a literary language; that is, there must be a 

sufficiently large amount of literature produced in it. 

A dialect which is widely spoken but which has been 

little used as a literary medium, does not inspire such 

respect and enthusiasm in the upper classes as to 

raise it to the position of a national language. On the 

other hand, a dialect may have shown some promise 

in producing some forms of popular literature, and 

may still be disqualified for that honor merely on 

account of the limited territory within which it is 

spoken and understood. At least such a dialect is 

never made a national language without some such 

external factors as the influence of a great political 

center or a long and powerful conquest. 

That this twofold qualification is essential to a 

national language, has been amply shown by the 

history of practically all the modern languages of 

Europe. The dialect of Tuscany, through the literary 

masterpieces of Dante, Petrarch, and Boccaccio, 

became the most widely known dialect in Italy and 

was consequently made the national language of the 

Italian people. Modern French grew out of the court 

language of Paris which had surpassed all other 

dialects in influence and currency, and which, by the 

end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had become the literary 

language of most prose and verse writers. The case 

of modern English, being more similar to that of 

modern Chinese, is all the more instructive. There 

were in England three main dialects competing for 

supremacy during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The Southern dialect which was spoken 

south of the Thames and which had once been the 

literary language of England, was full of old forms 

and inflections. The Northern dialect, owing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Danish settlements, had undergone 

such rapid changes that it was fast becoming a 

languag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Southern dialect. 

Between these two extremes stood the Midland 

dialect which was more or less comprehensible to the 

speakers of both dialects, and which, being the 

language of London and of the two great universities, 

was the most widely spread dialect of all three. 

Moreover, the great poet Chaucer wrote in this 

Midland dialect, and in it his contemporary Wyclifte 

made his translations of the Bible. The immense 

popularity of writers helped to standardize the 

English language. So by the end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the Midland dialect was established as 

standard English.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printing in 

the following century and with the splendid literary 

productions of the Elizabethan era, what was once 

the dialect of Midland became the undisputed 

national language of Eng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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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now called the national language of 

China has gone through a course of development 

very similar to that which has made the Midland 

dialect what it now is, Linguistically considered, the 

southeastern provinces are the oldest and most 

conservative parts in whole China. Kwangtung, 

Fukien, Chekiang, the southeastern portion of 

Kiangsu, the southern districts of Anhwei, Kiangsi, 

and Hunan,—these parts have preserved a large 

number of local dialects which are historically much 

older than the dialects of the other parts of the 

country. Cantonese, with its nine tones and final m, p, 

k, and t, is probably the oldest of all; for these final 

consonants which have long been lost in practically 

all the other dialects, correspond almost exactly to 

the classification of sounds in the medieval rime 

books and dictionaries. The other dialects of the 

South and the Southeast vary in their senility, but 

each retains certain local peculiarities explicable 

only with the aid of ancient rime books and lexicons. 

This group of old and conservative dialects may 

be designated the Southeastern Group. The senility 

and conservatism of this group can be easily 

explained in the light of history. The Southeast has 

always been free from the influences of the 

numerous barbarian conquests and settlements which 

so often took place in northern China. The 

immigrants to the Southeast have been essentially 

Chinese either in blood or at least in culture. The 

continuity of an essentially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the Southeast has never been interrupted for more 

than twenty centuries. It is this relative homogeneity 

of race and continuity of culture which have been 

responsible for the tenacity and conservatism of the 

Southeastern dialects. 

The case is quite different in the territory of the 

socalled “Mandarin dialects.” This territory begins 

with the frontier provinces in the North, covers the 

valleys of the Yellow River, the Hui River, and the 

Yangtze River, and includes the three southwestern 

provinces of Szechwan, Yünnan, and Kweichow. It 

extends, in short, over nine tenths of Chinese 

territory. Throughout this vast region, what is 

vaguely termed the Mandarin dialect is intelligible 

with more or less facility. The dialects of this large 

area may be grouped under three main divisions : 1. 

The Middle dialect is spoken in the lower and middle 

Yangtze Valley from Chinkiang and Yangchow up to 

the borders of Hupeh, and includes the northern 

halves of Kiangsu and Anhwei and a part of Kiangsi. 

2. The Northern dialect includes all the dialects 

spoken in the frontier provinces of the Northeast, the 

North, and the Northwest, and in the Yellow River 

Valley. The Hui River Valley borders on these two 

dialects. 3. The Southwestern dialect is spoken in 

southern Honan, Hupeh, Szechwan, Yünnan, and 

Kweichow. 

Lacking any simple criterion for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these four main groups, we may 

roughly define them in their relation to the tones. 

The Southeastern Group is one of highly 

differentiated tones, varying from nine in Canton to 

six in the majority of the dialects. The Middle Group 

is one which still retains a prominent fifth tone (入

聲). The Northern dialect has dropped the fifth tone, 

and words formerly of the fifth tone have been 

absorbed into the other four tones. The Southwestern 

dialect has also lost the fifth tone, but it differs from 

the Northern Group in the fact that, instead of being 

distributed among the other four tones, words of the 

fifth tone have been entirely relegated to the first 

tone. 

Of the three “Mandarin groups,” the Middle 

dialect is comparatively a little more conservative, 

being geographically nearest to the Southeastern 

dialects. The Northern and Southwestern dialects, 

however, have both undergone most radical 

changes,—for quite different historical rea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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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 China has been the field of numerous 

barbarian conquests and was for about one thousand 

years under complete domination by barbarian 

invaders and settlers.1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北朝) of the three centuries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and of the literature of the Nu-chen and 

Mongol dynasties during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will convince us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invading races over 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Northern China. Wars, devastations, and 

migrations of peoples have caused considerable 

changes in the dialects. The influence of Peking as 

the political center for many centuries has also been 

an important factor in making Pekingese the chief 

representative of the Northern dialects. And 

Pekingese, which of all dialects has had probably the 

largest amount of Tartar and Mongol elements, fast 

became a language unrivaled in richness and vitality 

and radically different from the conservative dialects 

of the Southeast. 

The Southwestern dialect, however, has had a 

different history. The province of Hupeh and the 

southern half of Honan, being the real center of 

China Proper and having access to both Northern and 

Southern influences through the rivers Han and 

Yangtze, early developed a language which was a 

compromise between Southern conservatism and 

Northern radicalism. The settlement of the newly 

opened territories in Yünnan and Kweichow under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almost complete 

destruction of the population in Szechwan, 

inthemiddl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gave this 

dialect a vast soil for cultivation and propagation. In 

the course of a few centuries the entire Southwest 

was annexed 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already large 

empire of the Mandarin dialects. 

It is the Mandarin dialects which form what is 

now called the national language of China. That this 

language has fulfilled the qualification of widest 

currency goes without question. For a man from any 

part of this vast territory of the three Mandarin 

dialects can travel and trade throughout the whole 

territory without having to change his native dialect. 

Of course there are local differences both within 

each main group and between the groups. A Peking 

man may say, Wo lai la san tian la (我来啦三天啦). 

A Nanking man may say, O lai liao (了) san tien liao 

(了). A Westerner may say, Ngo lai liao san tien liao. 

And they will find no more difficulty in 

understanding one another than a Londoner in 

understanding the New Yorker who may say, “Ve in 

Nu York take our foist meal at haf pas seven.” And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Dictionary of the Kuo Yu,” 

the same sentence is pronounced Ngo lai liao san 

tian liao. The pronunciation is a compromise of all 

the three mandarin dialects, and the syntax is 

universal in all of them. That is our national 

language. 

 

II 

As to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 Chinese national 

language has fulfilled the second qualification of 

being a literary language, we can readily answer in 

the affirmative. For almost two thousand years there 

have been two kinds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 

classical literature of the literati and the popular 

literature of the people. As early as the second 

century B.C., the classical language had already 

become unintelligible to the people. Thus, about the 

year 120 B.C., in a memorial to the Emperor, the 

Prime Minister Kung-sun Hung said: “The imperial 

edicts and laws that have been proclaimed, ... while 

they are elegantly worded and containing benevolent 

instructions, are not generally understood by the 

poorly educated public officers who are incapable of 

explaining the same to the people.” In order to 

overcome this most serious difficult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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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hit upon a system under which public 

offices are conferred upon those who have studied 

the classical works. This system, which was later 

perfected into the great system of literary 

examinations, was very effective in promoting 

classical education throughout the empire. Without 

the need of governmental expenditure for the 

establishment and maintenance of public schools and 

colleges, the Government simply set up a standard 

for the examinations, and the cities and towns and 

villages had to learn the classical language by 

whatever means they had at their command. 

The most remarkable efficacy of this system of 

examinations in maintaining the supremacy of the 

classical language cannot be fully understood and 

appreciated by the modern student without a great 

deal of historical imagination. Suppose modern 

Europe emerged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find itself 

under a great united European Empire with Latin as 

the official and literary language throughout the 

whole realm; suppose that this united European 

Empire was to last for over two thousand years with 

only two or three short intervals of political division; 

and suppose further that a uniform system of civil 

examinations based upon the ability to read and write 

the language of Cæsar, Cicero, and Virgil, were 

continually maintained for a period of twenty odd 

centuries. Under these supposed circumstances, the 

modern national language—Italian, French, English, 

German, etc.—would still continue to grow and 

develop, but they would continue to be regarded as 

local dialects, and the Latin language would in all 

probability be the only officially recognized literary 

language to this day. 

That was what actually happened in China 

during the last twenty centuries. The classical 

language which two thousand years ago had already 

become unintelligible even to the public officers, has 

been maintained by almost superhuman force to this 

very day. And the only two effective factors in this 

unnatural preservation were the system of literary 

examinations and the continued unity of the empire 

which enforced these examinations. 

But no power, however great, was sufficient to 

check the natural growth of the dialects and the rise 

of a popular literature in the dialects. This dialect 

literature first took the form of popular songs and 

ballads, and it was not until the ninth century that 

vulgate prose began to appear. These anonymous 

songs and ballads of the first six centuries of the 

Christian era were so unmistakably beautiful that 

they were accepted by the literary class as a 

legitimate part of literature and were generally 

known as the class of “Collected Old Songs” (古乐

府 ). They were soon made models of literary 

composition, thereby influencing the language and 

content of the pre-Tang and Tang poetry. Meanwhile, 

the poetry of the people continued to grow 

independently of the poetry of the literati. The 

various collections recently made of the popular 

songs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ountry, manifest a 

richness, beauty, and freshness which really put to 

shame all imitative poetry of the classical schools. 

Vulgate prose arose in the ninth century in the 

Chuan or Zen (禅) school of Buddhist monks. The 

development was so remarkably rapid that by the 

tenth and eleventh centuries there were already 

lengthy sermons and correspondences written in 

forceful and beautiful vulgate prose. The style was 

well-suited to philosophical writings that the 

Neo-Confucian philosophers of Sung and later 

dynasties adopted it for recording sayings and for 

carrying on philosophical discussions. This helped to 

give vulgate prose a more or less written form, which 

was a significant step in the development of prose 

literature. 

North China was conquered by the Nu-chen 

Tartars in the twelfth century, and later b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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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gols who in the year 1279 conquered whole 

China. By that time the center of classical learning 

had shifted to Southeastern China, In the North, the 

barbarian domination was not  favorable to the old 

classical learning. Under the Mongols, the literary 

examinations were suspended for nearly eighty years 

(1237-1313),—an outrage which was truly an 

anomaly in the whole twenty centuries! This laxation 

of the grip of classical learning furnished a splendid 

opportunity for popular literature to assume free and 

rapid development. Thus arose the great dramas of 

the Yuan dynasty which were largely written for the 

people, and in some cases by the lowest class of 

people. 

The necessity of educating the barbarian and 

barbarized population in the great Chinese tradition 

was soon felt, and this gave rise to a class of prose 

literature known as the yen yi (演义), or popularized 

histories. These narratives soon developed into 

historical novels and then into novels of all kinds. 

The sixteenth century saw the production of four of 

China's greatest novels,—the “San Kuo Chih,” “Shui 

Hu Chuan,” “King Ping Mei,” and “Hsi You Chi” 

(三国志，水浒传，金瓶梅，西遊記)—all of unknown 

authorship, and some apparently of quite early and 

crude origin, gradually made perfect through a series 

of collective and individual revisions. The rise of the 

dramas, and especially of the great novels, 

considerably raised the position of vulgate literature 

in the eyes of the literary class. One great critic in the 

middl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was inspired to 

declare that there was no literary work superior to 

the novel “Shui Hu Chuan.” 

Still the system of literary examinations was in 

full force and the literati continued to write in the 

classical language. But vulgate literature continued 

to increase in quantity and in influence. The great 

novels of the Manchu dynasty, in particular the 

“Literati” (儒林外史) and the “Hung Lou Mung” (红

楼梦), made valuable additions to the bulk of vulgate 

literature. There have been produced during the last 

five hundred years at least one thousand novels in 

the spoken language. Many of them are of little or no 

value, but the best of them can certainly be ranked 

among the world's greatest masterpieces. 

It is these novels which have standardized the 

national language. Most of the novels are written in 

the Northern and Middle dialects. The most 

significant fact to be borne in mind is that a large 

number of the novels composed in the Northern and 

Middle dialects were written by men to whom these 

dialects are not at all native. The author of the 

“Sequel to Shui Hu Chuan” (水浒后传) was a native 

of southern Chekiang; the author of “The Sea of 

Sorrows” and “What I Saw in Twenty Years” (恨海，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was a Cantonese. They and 

many others like them have acquired the national 

language through their familiarity with great novels. 

In the foregoing paragraphs I have tried to make 

clear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our national language; 

to point out, in the first place, that it is evolved out of 

the three Mandarin dialects which are spoken in nine 

tenths of Chinese territory; and secondly, that it is the 

language which has produced an extensive literature 

of real artistic worth and nation-wide influence. The 

remainder of the paper will be devoted to a 

discussion of the superiority of the living national 

language to the long dead classical language. 

Even at the present moment there are still a 

large number of conservative scholars, both Chinese 

and foreign, who deplore the movement for the 

adoption of the vulgar tongue in the place of the 

classical language, and who declare that spoken 

Chinese is the degraded and corrupt form of the 

classical language. To them I make the dogmatic 

answer that our spoken language is the culmination 

of twenty centuries' collective effort in linguistic 

revision, that this collective and unconscious attem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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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by a stroke of good fortune been allowed to go 

on unimpeded and uninterfered with by the literary 

class, and that as a result of this complete freedom, 

the language has undergone a revision more logical 

and more thorough than it has ever been done in any 

other language in the world. This summary statement 

may seem to many to be a confirmed propagandist's 

blind eulogy of the object of his pet advocacy. I 

assure you that it is not so. And I ask leave to present 

a few of my evidences. 

I shall confine my illustrations largely to the 

pronouns, because they are familiar to all who have 

studied anything Chinese at all. When the Chinese 

language came to take a fairly fixated written form 

about twenty-five centuries ago, there was a rather 

complicated system of personal pronouns. The main 

features of the inflections may be seen in the 

following table: 

 NoM. Gen. Acc. 

1st person 吾 吾 我 

2d person 汝 尔 汝 

3d person 彼 其 之 

In the authenticated writings of the fifth century 

b.c., all these distinctions were observed. Where a 

wrong usage occurs,—which is very rare,—it can 

always be satisfactorily explained. In the third 

century b.c., the inflections of the second person 

pronouns began to disappear. It became the fashion 

to avoid the second person pronouns in all discourses 

among the gentlemen of the age. Mencius, who 

always addressed his own disciples with the polite 

tze (子 Sir), advised them to cultivate the sense of 

righteousness by extending the feeling of shame on 

being addressed thy and thou ( 尔，汝 ).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inflectional pronouns in the first 

and third persons was never complete in the imitative 

writings of the classical language. And even to this 

day the third person accusative “之” is never used in 

the nominative case; nor is genitive “其 ” used 

otherwise. But these distinctions were probably 

dropped quite early in actual speaking.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se inflections in actual 

conversation made these written distinctions 

absolutely unintelligible in the absence of a 

grammatical science. The pronouns were soon used 

at random, and numerous pronouns, which were 

found in the old dialects of the classical period, were 

confusedly used in writing for the purpose of 

furnishing literary variety. As a result, there were at 

least two scores of synonyms for the singular 

pronouns in the three persons. As to the plural 

pronouns, there are none, because the classical 

language did not find it necessary to have them. The 

few accidental inventions to meet this serious lack 

were 吾曹，汝曹，吾侪，吾辈, etc., which were 

incomplete and irregularly used. 

But the people found no reason either to cling to 

archaic distinctions or to have these indispensable 

words of everyday life left in such a state of 

confusion. So they set to work and succeeded in 

working out a simple and regular system of pronouns. 

They fou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ominative 

and accusative cases quite unnecessary; accordingly 

the distinctions were dropped. For the first person, 

they chose the classical accusative wo (我); for the 

second person, the classical genitive ni (你＝尔); 

and for the third person, the word ta (他) was 

selected, which is a variation of the classical 

accusative 之 (chih) originally pronounced tai. With 

these singular forms, they also formed the genitives 

by adding to each the preposition ti (的), also a 

variation of 之 (tai). The formation of the plural 

pronouns is still more remarkable. Totally without 

precedent in the classical language, the plural 

pronouns were formed, first by pronouncing the 

singular pronouns with an m ending, 2  then by 

transforming the m into a syllable mê (每),3 and 

finally into the present form of mên (们). And t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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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ted the whole series by forming the plural 

genitives by adding the ti (的) to the plural pronouns. 

The final achievement is shown in the following 

table: 
 SINGUlAR PLURAL 

Person Nom.&Acc. Gen, Nom. & Acc. Gen. 

First Wo 我 Woti 我的 Womên 我们 Womenti 我们的

Second Ni 你 Niti 你的 Nimên 你们 Nimenti 你们的

Third Ta 他 Tati 他的 Tamtên 他们 Tamanti 他们的

I need not praise the regularity and 

reasonableness of this remarkable series which I trust 

will be obvious to any one who has to reflect before 

he says It is I or It is me. I shall content myself with 

remarking that the plural ending mên has been in 

many cases extended to nouns as in jenwên (人们 

men), hsiungtimên (兄弟们 brethren), pengyoumên 

(朋友们 friends). It is interesting to watch whether 

this extension of the use of mên as the sign of all 

plural nouns will ever succeed in the time to come. 

Another group of illustrations may be taken 

from the interrogative pronouns. The classical 

language has a number of these pronouns, the use of 

which is governed by complicated rules. One of the 

rules is that when an interrogative pronoun is used as 

object to a verb, it invariably precedes the verb; and 

that, when used as object to a preposition, it 

invariably precedes the preposition. Thus: 

What do you like? becomes You what like? (客

何好) 

Whom do I deceive? becomes I whom deceive? 

(吾谁欺) 

What does Chang do? becomes Chang what 

does? 

(臧奚事) 

With prepositions 

何以 (wherefore) 

何在 (wherein) 

何为 (wherefore), etc. 

These rules are retained even to this day in the 

imitative writings of the literary class. But the 

common sense of the people fails to see any 

justification for such unnatural word orders. 

Accordingly, common sense has abolished all these 

restrictions together with all the superfluous forms 

which abound in the classical language. And to-day 

we have in the spoken language only two forms of 

the interrogative pronoun; namely, shui (谁 ) for 

persons and shihmo (什么) for things, both for all 

nominative, dative, and accusative cases. The 

inverted word order has disappeared except in a few 

compound adverbs such as ho-i (何以 wherefore?) 

and so-i (所以 therefore). Thus we now say: 

Who has come? 誰来了？ 

I deceive who? 我騙了誰？ 

For whom I labor and suffer? 为誰辛苦为誰

忙? 

What has fallen? 什么掉下来了? 

You like what? 你爱什么? 

For what you went away? 你为什么走了? 

My use of the nominative who in the second 

and third examples must have sounded queer to 

many of you.But a moment of reflection will 

convince us of the irrationality of retaining the dative 

and accusative form whom when we find not the 

slightest inconvenience in using what for all three 

different cases. The moral is that English is only a 

language of arrested growth while vulgate Chinese 

has had a more thoroughgoing revision by the free 

play of common sense. 

Another complicated rule governing the use of 

pronouns is that, when a pronoun is used as an object 

to a verb in a negative sentence, the object must be 

placed before the verb and after the adverb or 

pronoun of negation. Note that this rule is applicable 

only when two conditions are present: namely, that 

the sentence must be a negative proposition and that 

the object must be a pronoun. For the normal order 

of subject-verb-object form is used where the 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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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 negative sentence is a noun, or where a pronoun 

is an object in an affirmative proposition. Thus, 

1. 回也不迁怒，不贰过。 

(Hui does not shift [the object of his] anger, nor 

repeat a fault.) 

2. 有闻之，有见之，谓之有. 

(If some one has heard it or seen it, we call it 

existent.) 

In both instances, the normal word order is 

observed. But we must say: 

莫之闻，莫之见，谓之无. 

(If none has it seen or it heard, we call it non-

existent.) 

吾不之知. 

(I do not it know.) 

吾不汝贷. 

(I do not you pardon.) 

In the absence of grammatical teaching, a rule 

of such complications could not expect to be 

generally understood and correctly applied by the 

masses who saw absolutely no reason why one must 

not say “I do not know him or it” with the same 

correctness as “I do not know a tiger or a ghost.” 

Consequently, common sense has abolished this 

peculiar word order and restored it to the normal 

order. “I not him know” now becomes “I not know 

he” (我不认得他); and “None it saw” now becomes 

“None saw it” (没有人看见他). 

I cannot close my list of illustrations without 

mentioning the truly wonderful feat of common 

sense in developing the subjunctive form of the verb. 

Every one knows that the suffix 了 (liao), when 

used after a verb, is a mark of past tense. But this 

form is often used when no past tense is implied, as, 

for example: 

你明天若不来，我就不等你了. 

(Should you fail to come to-morrow, I would 

not wait for you any longer.) 

他若不来，什么都完了. 

(Should he not come, all would be over.) 

It is easy to see that here the liao (了) is used in 

the subjunctive mood. A student of comparative 

grammar can readily recognize that the suffix liao 

(了) corresponds to the subjunctive ending yi (矣) in 

classical Chinese, as: 

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 

(Should any one come to me again, I would be 

gone across the Wen River.) 

What is most remarkable is that this manner of 

indicating the subjunctive by using the past form of 

the verb has been unconsciously extended in the 

vulgate language until it finally includes every kind 

of the subjunctive: 

只怕你吃不得了. 

(I fear you could not eat any more.) 

押司来到这里，难道不进去了? 

(You have come here; would you really refuse 

to go in?) 

我轻身更好逃走了. 

(Without any luggage, I could escape more 

easily.) 

不要忘了许我的十两银子. 

(Would you please not to forget the ten taels 

you promised me?) 

你可别多嘴了. 

(I would that you might not talk too much!) 

All these subjunctive forms are lacking in the 

classical language. The last two examples are 

especially interesting, because they are in reality 

imperatives put into the more courteous form of a 

request. Not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别多嘴 ” 

(Don't talk too much) and “你可别多嘴了” (I would 

that you might not talk too much). 

Thus has common sense worked at the revis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Now it dismisses 

cumbersome and complicated rales with a bold 

stroke and levels them down to simplicity and 

regularity; then it creates new differentiations with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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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eness in judgment and ingenuity in innovation 

which certainly astounds even the skilled 

grammarian and philologist. These levelings and 

innovations have come about without the slightest 

assistance on the part of scholars and literary men; 

indeed, it was against their wishes that grammatical 

changes should take place at all. A great philosopher 

of the Confucian school has solemnly declared that 

innovations in language by private individuals are 

just as criminal as counterfeiting governmental 

weights and measures. And this was to be expected. 

For the scholars and men of letters who have been 

thoroughly trained in the classical language with all 

its subtleties and irrationalities, always consider 

themselves defenders or protectors of the purity of 

the language, and are as a rule opposed to all 

language reforms. 

Moreover, languages are by their very nature 

conservative. Being the common instrumentality for 

mutual understanding among immense number of 

persons, a language cannot be modified by 

individuals without incurring the gravest punishment 

of not being understood. Consequently, if revision or 

reform of a language should ever come about at all, 

it must of necessity come about through the slow, 

though steady, effort of the collective mind. Many 

centuries may have been required for the final 

successful institution of a slight innovation like the 

plural ending mên (们). The process is so slow 

indeed that in many countries it was ruthlessly 

retarded or even 

totally arrested by a premature standardization 

or fixation in written and printed form. All the 

absurdities in declension and conjugation which we 

find in the modern European languages are nothing 

but monumental evidences of that most disastrous 

event in human history, namely, the premature 

fixation of languages in standardized form. 

But the Chinese language, as I have remarked, 

has had the good fortune of being completely 

ignored by the scholarly class who for a long period 

of twenty centuries has confined its sole attention to 

the mastery of the dead classical language. The 

spoken tongue was thus left to develop itself freely 

without ever being unduly impeded either by the 

unwelcome assistance of the scholars or by 

premature standardization. Nowhere has common 

sense had such complete freedom; nowhere has the 

work of a collective effort in linguistic reform been 

allowed such a long and uninterrupted period of 

leisure. I am happy and indeed proud to say that the 

common sense of our people has not abused this 

complete freedom accorded to them by the disdainful 

indifference of the scholarly class, and has carried 

out the work of revision and reform more logically, 

more thoroughly, and more satisfactorily than that 

work has ever been done in any other language of the 

human race. The net result is a language which is 

infinitely superior to the classical language, and 

which, so far as grammar is concerned, is 

undoubtedly the most highly developed language in 

the world. 

Allow me to conclude by quoting a passage 

from a contemporary scholar on the working of 

common sense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nglish: 

“Behind all the phenomena of changing form 

we are aware of the action of a purpose, an 

intelligence, incessantly modifying and making use 

of this decadence of sound, this wear and tear of 

inflections, and patiently forging for itself, out of the 

debris of grammatical ruin, new instruments for a 

subtle analysis of thought and a more delicate 

expression of every shade of meaning. It is an 

intelligence which takes advantage of the smallest 

accident to provide itself with new resources; and it 

is only when we analyze and study the history of 

some new grammatical contrivance that we be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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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are of the long and patient labor which has been 

required to embody in a new and convenient form a 

long train of reasoning. Yet we only know this force 

by its workings; it is not a conscious or deliberate, 

but a corporate will, an instinctive sense of what the 

people wish their language to be; and although we 

cannot predict its actions, yet, when we examine its 

results, we cannot but believe that thought and 

intelligent purpose have produced them. This 

corporate will is, indeed, like other human 

manifestations, often capricious in its working, and 

not all its results are worthy of approval. ... Yet, on 

the whole, its results are beyond all praise; it has 

provided an instrument for the expression, not only 

of thought, but of feeling and imagination, fitted for 

all the needs of man, and far beyond anything that 

could ever have been devised by the deliberation of 

the wisest and most learned experts. 

“When the early physicists became aware of 

forces they could not understand, they tried to escape 

their difficulty by personifying the laws of nature 

and inventing ‘spirits’ that controlled material 

phenomena. The student of language, in the presence 

of the mysterious power that 

creates and changes language, has been 

compelled to adopt this medieval procedure and has 

vaguely defined, by the name of ‘the Genius of the 

Language,’ the power that guides and controls its 

progress. ... 

“Grammarians can help this corporate will by 

registering its decrees and extending its analogies; 

but they fight against it in vain. ... Better guides are 

to be found in our great writers, in whom this sense 

of language is highly developed; and it is in them, if 

in any one, that this power finds its most efficient 

ministers. But even they can only select popular 

forms, or at the most suggest new ones; but the 

adoption or rejection of these depends on the 

enactments of the popular will, whose decrees, 

carried in no legislature and subject to no veto, are 

final and without appeal.”—Logan Pearsall Smith,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pp. 25-30.

                                                              
1 a.d. 300-600.          a.d. 936-1126 (in part). 

a.d. 1126-1367.        a.d. 1644-1911. 

2 E.g.,俺 (om), 您 (nim). 

3 This 每 ending was used in all Yuan (元) dramas, 

edicts, and other official documents. It was used in 

early Ming (明). 

 

 

Cultural Rebirth in China Outlined 
 

Dr. Hu Shih, Professor of Peking University, Speaks Before Pan-Pacific Club 
 

Probably the most instructive speech that has 

been made on the China situation this year before the 

Pan-Pacific Club was the address last Friday of Dr. 

Hu Shih, Professor of Peking National University. It 

was not couched in prediction but marked a 

comprehensive effort to trace within a brief time 

what Dr. Hu described as the intellectual renaissance 

behind the present struggle between the Nationalists 

and their foes in China. 

This he defined as "a conscious movement to 

work out certain of the Chinese problems in the light 

of Chinese needs and in the light of Chinese 

historical possibilities."  

"This movement," he said, “began 

approximately 12 years ago when we were students 

in American. It was the time, as you will recall, w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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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tion reigned supreme in China. It was a few 

year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Republic, it was a 

time when every new element, revolutionary force, 

liberal force, was driven out of the country, when 

nobody could see any light ahead. In those days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and in England committed 

suicide because they could not stand the wave of 

pessimism which was flooding China.” 

 

Leaders Fled 

"The revolutionary leaders had fled to Japan, to 

America, to the South Sea Islands, with the 

conviction that there was nothing to be done for the 

next five or ten years in the sphere of political 

revolution. It was at that time that some of us felt it 

necessary to look around for some non-political 

factors with which to build up a new foundation for a 

new political order. We believed that no government 

could be better than its people, and no political order 

could be built up without a cultural basis. So there 

began, in those years 1915 and 1916, a new 

movement which later came to be known as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It began with a group of student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We were carrying on in those years a 

controversy on some problem of poetic diction, on 

what ought to be the proper poetic diction. 

“That little trivial controversy widened into the 

larger problem of the futur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he controversy went on for one and a half 

years before it was published in China. I published it 

on the first day of 1917, and that publication formed 

the first declaration of a movement which has been 

called the Chinese literary revolution. That 

movement meant a conscious advocacy of the 

adoption of the spoken language as the national 

language, as the literary medium for all educational 

purposes and for all literary compositions, for poetry 

as well as prose, to take the place of the classical 

language, the ancient language which had become 

dead, unspeakable, and unintelligible for at least 

2,000 years.  

 

For Living Tongue 

“As you know, China had been using a 

language which died at least 20 centuries ago, about 

120 years B.C., as far as we can tell from 

documentary evidence of its mortality. This language 

continued to be used in all official documents, text 

books, and in respectable branches of literature. 

When we began to translate scientific books and the 

literature of the west they were in this language. The 

novels of Scott, Dumas, Dickens, Conan Doyle, and 

even Sir Rider Haggard, were translated into this 

language of 20 centuries ago, and it is funny to see 

the heros of Walter Scott, the villains of Dickens, the 

criminals of Conan Doyle, and even the Zulu chiefs 

of Rider Haggard, talking the jargon of 20 centuries 

ago.  

“What we did ten years ago was consciously to 

advocate that this dead language be replaced by the 

living tongue of the people. The movement 

succeeded in less than ten years. It has succeeded in 

revolutionizing the conception of literature in China, 

in compelling the Government to adopt, in 

compelling the Government to adopt, in 1920, the 

order that all its school text books he re-written in 

the language of the people, thereby making the 

school life of millions of children easier and happier 

than that of their fathers. It has succeeded in 

producing a new literature. The time is yet too short 

to judge this new literature too critically, but it is 

quite safe to say that a new literature of vitality of 

promise, is in the making, and we have succeeded in 

making the education of the masses possible.  

“How did we do it? It was done simply through 

two methods, which will illustrate the trend, the 

spirit of this new movement, the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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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aissance. These methods are the historical 

method and the experimental method. At the first the 

leaders went back to history to point out to the 

people that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the unchanging 

classical literature, did not represent the artistic 

genius of the nation. It only represented the dead, 

lifeless phase of Chinese literature. On the other 

hand, side by side and parallel with that dead 

classical tradition there had always been throughout 

the twenty centuries a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a 

living language intelligible to the people, because 

while the scholars were confining their attentions to 

the mastery of the dead language, the lowly people, 

the uneducated people, produced 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Literature of Masses 

“The rustic lover, the toilers of the field, the 

street reciters, these lowly people wanted a language 

to express their immediate feelings of joy of love, or 

suffering and of sorrow. They could not wait 20 or 

30 years to master a dead language in order to sing a 

song or tell a story. So in the course of 20 centuries 

the masses produced a vast literature in the language 

of the people. They produced a vast number of songs, 

of epic stories, of novelettes, and finally great novels, 

the great dramas in the 13th and the great novels in 

the 16th,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Some were so 

popular that they went into every village and home 

and hut. This language is the Mandarin Dialect, 

spoken in 95 per cent of Chinese territory.  

“But our opponents told us that after all the 

language which was popular might be good enough 

for novels and drama which as not a responsible 

branch of literature. So we had to resort to the 

second method of experimenting. We invited writers 

to join us in experimenting with this language in all 

banches of literature, to see whether or not this 

language which had produced a great literature could 

still be capable of producing a great literature of 

living China. I was the first man to write poetry in 

this language, in 1916. My first volume of poems 

was called ‘The Book of Experiments.’ 

“Through these two methods the movement 

succeeded in less than ten years. I have described in 

less than ten years. I have described this in some 

detail because this movement illustrates a new 

temper, a new spirit. This is not an imitation of the 

west nor a blind clinging to the past.  

“It is the conscious solution of one of the 

Chinese problems, the problem of language, and 

incidentally that of education. We cannot teach the 

people and the children a language which is not good 

enough for the upper classes and the men of letters, 

and in order, to teach them in their own language, as 

a language of education, we must adapt it as a 

language of literature. We must begin with ourselves. 

 

New Great Tribunal 

“That is the first phase of this Chinese 

Renaissance, and, as you know, language is the 

fundamental instrument in thought and expression. 

The change, then, involves a change in the 

intellectual life. All the traditional values are being 

subjected to the great tribunal of doubt, criticism, 

and even iconoclasm. Everything is turned upside 

down intellectually. These last ten years have seen an 

intellectual unrest, an age of trans-valuation of all 

traditional values, and without that you cannot 

understand all this anti-Christian movement.  

“Of course all this involves social unrest. You 

find men and women leaving their homes because of 

unpleasant family burdens, leaving China to go to 

France, without a franc in their pockets, under the 

illusion of that movement called cheap labor and 

hard work in France, hoping to work there and to go 

to college. But they find no work, and many have to 

be deported. These things show a new social un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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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hina.  

“The next change is the political revolution. We 

clearly resolved at first not to take an interest in 

politics; we were trying to seek a new foundation in 

non-political factors.  

“I was one of those who resolved never to talk 

politics for 20 years to come. But while we tried to 

avoid politics, politics did not avoid us.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became so bad that the leaders could not 

resist the temptation or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terfering with politics. Exactly eight years ago, in 

1919, the students in Peking arose as a protest 

against the decision of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with regard to Japan’s rights over German 

possessions in China. These students marched 

through the streets, they burned down a house, and 

finally compelled the government to yield to popular 

demands for the dismissal of three notorious 

ministers.  

 

Then Youth Arose 

“We wanted to avoid politics in order that we 

might peacefully build up a background, but after all 

we had to resort to education, and we cannot have 

education when our teachers are 24 months behind in 

their pay, and we cannot have education when the 

youth of the nation are too impatient because 

education is a slow process. So the youth of the 

country arose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al movements. 

They were usually unorganized, but somehow the 

last four years they are gradually organizing in a 

political party. They are now accepting the 

constructive programme of the Nationalist party, 

which has a standing army, organization, discipline, 

and is inspired by political ideals that have made an 

impression in China, and has succeeded in acquiring 

more than half of China proper.  

“It may be that all that is premature, that we 

may have continual discouraging movements in the 

future in order to prepare for better foundations. But 

after all we must understand those forces in the 

backgroun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is present 

movement. It may be that we are too conservative, 

but we must understand these constructive force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events which are sometimes 

unpleasant to observers.” 

 

Viscount Inouye Back 

Prince Tokugawa was in the chair. He warmly 

welcomed the return of Viscount Inouye to the Club, 

explaining that he had been absent at the regular 

meetings because Cabinet meeting were on Friday 

and as Minister of Railways, Viscount Inouye 

attended instead of presiding at the club luncheons. 

Prince Tokugawa also informed the club that a 

Pan-Pacific Club had been established at Osaka, 

meeting on the third Wednesday of each month at the 

Osaka Hotel, and that another is to be inaugurated at 

Kyoto. 

Viscount Inouye spoke briefly regretting his 

seemingly “unpardonable negligence” of the club 

during his year of service as a Cabinet member. He 

declared that he would attend every meeting of the 

club in the future.  

Mr. Paige Monteagle of San Francisco, who is 

making a trip around the world with Dr. Manley O. 

Hudson,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law at Harvard 

Law School, was the final speaker. Monteagle lauded 

the Pan-Pacific movement and predicted that “on all 

sides we can look forward to solving problems of the 

future by round table discussion and by friendly 

meetings such as this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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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当代文圣”胡适先生正名 

 

常志成 

 

胡适，字适之，小时就知其大名。因历史政

治的变迁、封闭和阻挠，后来对胡适先生的知晓

就更少了。 

“文革”之后，逐渐开放，乃对其渐有所知。 

胡适先生的人格精神和道德操守，早就由蒋

中正做了高度的概括：“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代表”。 

我之所以尊其为“当代文圣”是有着其深刻

的道理。在我们中国的文化发展史上，几个重大

的里程碑式的历史文化进步。是造就中华民族绵

延不绝，文化不断进步发展，民族繁荣，屹立于

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仓颉造字，成就了世上独

一无二的音形意俱全的最伟大的文字。秦始皇统

一文字，成了统一文字本身、文化传播发展、统

一文化思想交流，促进国家政治、领土统一的思

想文化基础建设。蔡伦造纸，使文化传播、历史

记录和科技传播取得了极大的方便 。毕升的活字

印刷，更使文化、思想、政治、军事、艺术、科

技等得到了极大的方便,快捷的流传，而一直沿用

千多年而至近现代。 

文字的发展，历经岁月的更替，历代均出现

了许多辉煌绝伦的泰斗大家。然受制于文言文的

禁锢，在文化发展的漫长的几千年中，文字、文

章成了统治者、文人学者、达官贵人的专属。广

大的普通的人民，无法读懂和理解，没办法接受

教育，文字和文章成了统治一族的专利。 

而胡适先生卓然而起，奋力提倡白话文、新

诗，致力推翻统治了文化领域两千多年的文言文。

这是一个极其伟大的历史创举，辉煌无比的文化

革命。白话文的普及带来了全社会文化交流、科

学传播、思想发展、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极大

方便。使所有见到文字、文章的人都容易理解和

沟通。使少数人垄断的文字、文章真正成了全民

的财产和工具，怎么论功也不为足。所以，胡适

先生不愧为文化历史上的巨人。 

现在，多少青年学子，终其努力所学，也不

过争得二三个，最多四五个“博士”头衔就不得

了了。而胡适先生竟获三十多个美国的“博士”

学位头衔，古往今来，天下第一，不是“文圣”

是什么？！谁人能望其项背！ 

所以，我称胡适先生为“当代文圣”实至而

名归，名正而言顺。 

 

（作者系著名的南京籍书法家）

 

 
胡适读《胡适思想批判》 

 

陈漱渝

 

胡适南港故居的藏书中，有三联书店出版的

《胡适思想批判》，共八辑。这套书，有些系友人

程绥楚寄赠，有的是胡适从美国购得。书内钤有

藏书印：“胡适的书”。大部分文章经胡适批阅，

重要篇什胡适在目录前画了红勾。胡适阅读时还

做了标记，如画问号、叹号；有些地方写了批语，

如“此所谓八股”“钻牛角尖”“以下何以不引了”。

书中手民误植之处，胡适还作了校正。如第三辑

251 页将阮葵生误排为阮蔡生，胡适就作了改正。 

第三辑收有吴忠匡、江山撰写的《鲁迅笔下

的胡适》一文，内引《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

中的一段话：“《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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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

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

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

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

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

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

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

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

想。”胡适的批语是：“鲁迅说的大谎”。 

 

 

（作者单位：鲁迅博物馆） 

 

 

试析胡适“人权与约法”论战的法治思想背景 
 

李建军

 

孙中山的“训政”思想既是对自己革命失败

教训的总结，又来源于中国传统，更借鉴了意大

利、苏俄的成功经验。训政必有所凭藉，这就为

“以党治国”打开了方便之门。孙中山“以党治

国”的思想来源于苏联共产党。孙中山领导革命

的屡次失败和苏联革命的成功，使孙中山决定学

习苏联建党与建军的成功经验，决定“以党建国”、

“以党治国”。 

 
一 

用“约法”解决国家的问题是胡适 1927 年 7

月即提出的原则。1928年 4 月 28 日下午，胡适在

与来劝驾的李宗仁方面的王季文、吴忠信、温挺

修谈话中说：“若国民党真有征求学者帮助之意，

最好还是我去年七月间为蔡先生说的‘约法会议’

的办法，根据中山的《革命方略》所谓训政时代

的约法，请三四十个人（学者之外，加党、政、

军事有经验声望的人）起草，为国家大政立一根

本计划以代替近年来七拼八凑的方法与组织。”1也

就是说，胡适早在 1927年 7 月回国不久，即提出

召开“约法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的“约法”的主

张了。 

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抵定长江流域，国民党

对建国与治国方案积极进行，制定训政时期的约

法即为其中之一。1928年 8 月 8‐15日，中国国民

党二届五中全会在南京举行，通过了《训政时期

颁布约法案》，规定：“训政时期，应遵照总理遗

教，颁布约法。”210 月 3 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

员会第 172次常会还通过了《训政纲领》。也就是

说，制定训政时期的“约法”本来是国民党二届

五中全会的决议，但是不久召开的国民党三全大

会却否定了这个原则。 

1929 年 3 月 15‐28 日，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

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3 月 21 日，全会却以孙

中山所著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

大纲及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

最高之根本法，“举凡国家建设之规模，人权、民

权之根本原则与分际，政府权力与其组织之纲要，

及行使政权之方法，皆须以总理遗教为依归”。3国

民党三全大会实际上否定了二届五中全会训政时

期应遵照孙中山遗教颁布约法的决议案，而径以

孙中山遗教为根本法。这是根本逃避法治和否定

法治，是打着革命旗号实行独裁专制。胡适发起

“人权与约法”最初实际上是在维护国民党二届

五中全会的决议案。 

1929年 4月 20 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如下命

令： 

世界各国人权，均受法律之保障。当此

训政开始，法治基础亟宜确立。凡在中华民

国法权管辖之内，无论个人或团体均不得以

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违者即

依法严行惩办不贷。着行政司法各院通饬一

体遵照。此令。 

胡适看了，觉得“这道命令奇怪之至！”他质

疑说，“身体自由”怎讲？是“身体”与“自由”

呢？还是“身体之自由”呢？并说此令但禁止“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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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团体”非法侵害人权，并不曾说政府或党部

也应尊重人权。4 5 月 6 日，胡适写成《人权与约

法》一文，发表在《新月》第 2 卷第 2 期上。在

该日的日记中说：“我总觉得丁西林说的话不错：

‘向来人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今日我们应该相

信少一事不如多一事。’此文之作也是多一事了。”5

11 日，胡适又改定旧作《知难，行亦不易》，刊

登在《吴淞月刊》。从而挑起了一场“人权与约法”

的大论战。 

在《人权与约法》一文中，胡适指出看到国

民党保障人权的法令后的三点失望： 

第一，这道命令认“人权”为“身体，

自由，财产”三项，但这三项都没有明确规

定。就如“自由”究竟是那几种自由？又如

“财产”究竟受怎样的保障？这都是很重要

的缺点。 

第二，命令所禁止的只是“个人或团体”，

而不曾提及政府机关。个人或团体固然不得

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但今

日我们最感觉痛苦的是种种政府机关或假借

政府与党部的机关侵害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

产。如今日言论出版自由之受干涉，如各地

私人财产之被没收，如近日各地电气工业之

被没收，都是以政府机关的名义执行的。四

月二十日的命令对于这一方面完全名义给人

民什么保障。这岂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

许百姓点灯”吗？ 

第三，命令中说，“违者即依法严行惩办

不贷”，所谓“依法”是依什么法？我们就不

知道今日有何种法律可以保障人民的人权。

中华民国刑法固然有“妨害自由罪”等章，

但种种妨害若以政府或党部名义行之，人民

便完全没有保障了。 

其实，国民党回应了胡适的要求。6 月 17 日，

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通过的《治权行使之规律案》

第 2 条规定：“人民之生命财产与身体之自由，皆

受法律之保障，非经合法程序，不得剥夺。”回应

了胡适的第一点失望。但是，王宠惠也告诉胡适

说，“只要避免‘约法’二字，其余都可以办到”。

胡适说大概指的就是这种办法。6 

后来，7 月 20 日，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

宪法？》一文中，胡适又否定了自己的观点，径

提出宪法的要求。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

——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一文里，胡适首先纠正

了他《人权与约法》文中的错误。他说，他在《人

权与约法》中所说的，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

虽然没有明说“约法”，但我们研究他 1924 年以

前的言论，可以知道他决不会相信统治这样一个

大国可以不用一个根本大法的。这话是错的。他

说，1924 年的孙中山先生已不是之前的中山先生

了。他的《建国大纲》“简直是完全取消以前所主

张的‘约法之治’了”。胡适这里表面上在纠正自

己的认识错误，实际上是借此提出宪法的主张。 

宪法是什么？胡适引用柏来士（Bryce）的名

著《美洲民主国》里的定义：“一个国家的宪法只

是那些规定此国家的政体并规定其政府对人民及

人民对政府的各种权利义务的规律或法令。”又引

卖金托虚爵士(Sir  James Mc    Intosh)的定义：“凡

规定一国高级官吏的最重要职权及人民的最根本

的权利的基本法律，——成文的或不成文的，——

便是一国的宪法。”中山先生曾经主张颁布约法

“以规定人民之权利义务，与革命政府之统治权”，

也是一种宪法主张。 

胡适说： 

我们实在不懂得这样一部约法或宪法何

以不能和训政同时存在。我们须要明白，宪

法的大功用不但在于规定人民的权利，更重

要的是规定政府各机关的权限。立一个根本．．．．．

大法．．，使政府的各机关不得逾越他们的法定．．．．．．．．．．．．．．．．

权限．．，使他们不得侵犯人民的权利．．．．．．．．．．．．，——这．

才是民主政治的训练．．．．．．．．．。程度幼稚的民族．．．．．．．，人．

民固然需要训练．．．．．．．，政府也需要训练．．．．．．．。人民需

要“入塾读书”，然而蒋介石先生，冯玉祥先

生，以至于许多长衫同志和小同志，生平不

曾梦见共和政体是什么样子的，也不可不早

日“入塾读书”罢？ 

人．民需要的训练是宪法之下的公民生活．．．．．．．．．．．．．．．．。

政府与党部诸公需要的训练是宪法之下的法．．．．．．．．．．．．．．．．．．．

治生活．．．。“先知先觉”的政府诸公必须自己先

用宪法来训练自己，制裁自己，然后可以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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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训练国民走上共和的大路。不然，则口口

声声说“训政”，而自己所行所为皆不足为训，

小民虽愚，岂易欺哉？他们只看见衮衮诸公

的时时打架，时时出洋下野而已；他们只看

见衮衮诸公的任意侵害人权而已；他们只看

见宣传部“打倒某某”“拥护某某”而已；他

们只看见反日会的站笼而已。以此训政，别

说六年，六十年有何益哉？ 

故中山先生的根本大错误在于误认宪法．．．．．．．．．．．．．．．．．

不能与训政同时并立．．．．．．．．．。他这一点根本成见使．．．．．．．．．

他不能明白民国十几年来的政治历史．．．．．．．．．．．．．．．．。他以

为临时约法的失败是“未经军政训政两时期，

而即入于宪政”。这是历史的事实吗？民国元．．．

年以来．．．，何尝有．．．“入于宪政．．．．”的时期．．．？自从．．

二年以来．．．．，那一年不是在军政的时期．．．．．．．．．．．？临时

约法何尝行过？天坛宪法草案以至于曹锟时

代的宪法，又何尝实行过？十几年中，人民

选举国会与省议会，共总行过几次。故民国

十几年的政治失败，不是骤行宪政之过，乃

是始终不曾实行宪政之过；不是不经军政训

政时期而遽行宪政，乃是始终不曾脱离扰乱

时期之过也。 

当日袁世凯之流，固不足论；我们现在

又到了全国统一的时期了，我们看看历史的

教训，还是不敢信任人民而不肯实行宪政呢？

还是认定人民与政府都应该早早“入塾读书”，

早早制定宪法或约法，用宪政来训练人民和

政府自己呢？ 

1930年 9月 17 日，胡适被北方扩大会议邀为

约法起草委员。10 月 11日，胡适应邀到天津，与

北方扩大会议派讨论约法问题。罗文干主张由他

与胡适拟一个约法草案，公布报章，而不参加南

北约法起草。胡适与罗文干的主张大致相同，其

中第一条即为“约法为宪法之预备，决不是训政

的约法，只是一种有限制的宪政时代的根本大法”。
7申明了约法与宪法之不同。 

 

二 

为什么有此不同？原于对“约法”一词的理解。 

“约法”之“约”，一有“约束”的意思，一

有“约定”、“契约”的意思。王宠惠也告诉胡适

说，“只要避免‘约法’二字，其余都可以办到”。

胡适说大概指的就是这种办法。8胡适显然主张约

法是“约束”“党治”主体国民党与“训政”主体

国民政府的“约法”。胡适提出的失望之点第二点

说得最明白。 

但是，国民党对于“约法”的理解显然不同。

署名和尚的作者 1929 年 8 月 27 日在《胡适之的

反动与迷梦》一文中说：“总理在十三年改组本党，

确立了党义、党纲，才开始领导民众的国民革命，

亦因为有这一个有组织、有纪律、有主义的建立

在民众的基础上的集团的缘故，才能成功。”“党

是负着民众的使命而革命的，党的主义也就是民

众的意旨。党治下的政府有的是党定的权限，党

治下的官吏受的是党的制裁一样是不得逾越，一

样是不得跋扈；党治下的人民也有的是党定的权

利，一样有保障，一样不得侵犯；与法治之不同

者，党治不过是法治的一时期的练习和试验而已”。
9这段话颇能概括国民党党治理论的精髓。而这个

理论就是“约法”之“约”是“约定”，是“原始

契约”。 

后来，南北方均主张制定训政时期的“约法”，

正是国民党两派“原始契约”法制观的体现。蒋

介石软禁胡汉民后，召开国民大会制定的“约法”，

显然不是胡适希望的宪法性质的法律。这个法律

的第三章“训政纲要”实际上把“政权”赋予国

民党，第六章“中央与地方之权限”与第七章“政

府之组织”则把“治权”交给国民政府。所以公

民的权力第二章“人民之权利义务”还是没有保

障。而且，用“权利”而不用“权力”一词，很

可能也是经过考虑的。 

所以，国民党的“党治”理论预设实际上是

“原始契约”理论，即国民党是代表国民的党，

没有必要再对之进行约束。 

 

三 

下面，我们再分析胡适在论战中法治思想的

背景。 

胡适不满“党治”，提出了“无党政治”的

概念。1931 年 7 月 31 日，美国参议员 Bingham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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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 Alfred M.Bingham 来与胡适谈世界政治问题。

Alfred M.Bingham 问，现在大家都不满意于代议

政治，有何补救之法？应用何种政制代替？胡适

说，今日苏俄与意大利的一党专制是一种替代方

法。但也许可用“无党政治”来代替。胡适说，

无党政治并非绝不可能。胡适以孙中山“五权宪

法”的“五权”作讨论的底子： 

（1）考试制度应该绝对无党：考试内

容可以无党，试后有保障，升迁有常格，皆

可无党。 

（2）监察制度也应该无党。 

（3）司法制度也应该无党。 

（4）立法机关也可以做到无党。选举

可用职业团体推选候选人，以人才为本位，

任人自由选举。选出之后，任人依问题上主

张不同而自由组合，不许作永久的政党结合。 

（5）如此则行政部也可以无党了。用

人已有考试，首领人才也不妨出于考试正途。

况且行政诸项，向来早已有不党的部分。如

外交，如军事，本皆超于党派之上。何不可

推广此意？ 

胡适说：“此言不是戏言。”
10
 

1931 年 8 月 6 日，在去秦皇岛的车上，胡适

与美国西雅图的少年律师Little谈法律观念的变

迁。Little说，Maine说法律的演变是由status(身

份)到契约，此说在今日已不能完全适用；今日法

律的趋势是由契约又回到身份。如一个劳工与工

厂主者争，两方各有社会上的身份，工人的身份

也有法律的保护，非契约条件所能取消的。胡适

说，近代法律变迁，似乎在 status & contract(身

份和契约)之上还有一个更根本的观念在：即乐利

主义者所谓“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 Little 问：

边沁此言究竟作何解，似未易确定。胡适说：乐

利主义者是倾向个人主义的，故此公式的原义似

乎是偏重个人的自由发展与个人的享受，即此就

是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但此公式也可作更广泛

的解释，也可解作社会主义的。此公式的好处正

在其可以因时制宜。如今日中国，即前一说似更

重要。胡适并把 7 月 31 日与 Alfred M.Bingham

谈的“无党政治论”与 Little 谈了。Little 很高

兴，说：“你应该替这个学说立一个好名字。”胡

适说，名字八年前就有了，叫做“好政府主义”

（Eunarchism）。
11
8 月 7 日，与人的饭席上，胡适

又与人谈他的无党政治，并说：“一个意思，经几

次谈论或演说，可以逐渐形成系统与条理。”
12
可

见他的这个想法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有一定的思

想背景。功利主义可以认为是胡适“人权与约法”

论战的伦理与政治及法理思想的基础。 

功利主义者边沁虽然承认“原始契约和其他

的虚构，也许在过去有过一段时期，它们有它们

的用途。……借助这种性质的工具，某些政治工

作可能已经完成了；这种有用的工作，在当时的

情况下，是不可能用其他工具完成的”，但是也认

为这种“虚构．．的理由现在已经过时了”。“就政治

洞察力而言，知识的广泛传播已经把人类提高到

一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平等的水平上”。“这就

是功利．．的原则；如果它被准确地理解和坚定地应

用，就会提供唯一的线索引导人们通过这些狭窄

的道理。它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如果它有目的的

话；它仅仅为了这个目的而提供一种结论，谁也

不敢在理论上不承认这种结论。甚至在理论上．．．．它

也会使人们和解，人们至少可以组成更接近于一

个有效的联合体的某种．．组织，而不是在理论上和

实践上都处于分歧的状态”。这个“有效的联合体

的某种．．组织”就是政治组织，它拥有“把全部权

力的总体集合起来”的“最高的权力”——主权，

即立法权。
13
胡适后来提出以制定“宪法”取代“训

政”时期“约法”正是这种觉悟的反映。 

功利主义虽然承认了功利主义的原则，但是

对于人性在公领域的弱点非常谨慎。休谟说：“一

个只爱自己而不顾及友谊和德行的人当然应该受

到最严厉的责难，但一个仅只感受友谊而无为公

精神的人或不关心社会的人却是缺乏最根本的道

德……许多政论家已将下述主张定为一条格言：

在设计任何政府体制和确定该体制中的若干制约、

监控机构时，必须把每个成员都设想为无赖之徒．．．．，

并设想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谋求私利，别无其

他目标。我们必须利用这种个人利害来控制他，

并使他与公益合作，尽管他本来贪得无厌，野心

很大。不这样的话，夸耀任何政府体制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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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成为无益空谈，而且最终会发现我们的自由

或财产除了依靠统治者的善心，别无保障，  

也就是说根本没有什么保障。因此，必须把每个．．．．． 

人都设想为无赖之徒．．．．．．．．．确实是正确的政治．．格言。虽

然，这同时看来有些令人奇怪：箴言在政治上．．．是 

真理，在现实中．．．则是谬误。”
14 

胡适坚持功利主义法治观念，所以坚持制订

具体成文的法律乃至宪法以约束国民党与国民政

府。国民党坚持的则是“原始契约”观念，利用

“约法”使自己的统治与“训政”合法化。胡适

与国民党分歧的实质在于此。 

 

（作者单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 见《胡适全集》第 31 卷，第 67 页。 

2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

（上），光明日报出版社年版，第 543 页。 

3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

（上），光明日报出版社年版，第 654 页。 

4 见《胡适全集》第 31 卷，第 368-369 页。 

5 见《胡适全集》第 31 卷，第 377 页。 

6 见《胡适全集》第 31 卷，第 404-405 页。 

7 见《胡适全集》第 31 卷，第 749 页。 

8 见《胡适全集》第 31 卷，第 404-405 页。 

9 见《胡适全集》第 31 卷，第 451-452 页。 

10 见《胡适全集》第 32 卷，第 133-134 页。 

11 见《胡适全集》第 32 卷，第 136-137 页。 

12 见《胡适全集》第 32 卷，第 137 页。 

13 见《政府片论》，第 211、213 页。 

14〔英〕休谟：《休谟政治论文选》，商务印书馆 2010 年

版，第 15、27 页。 

 
胡适与王徵 

 

张书克

 

胡适晚年时提到，他的朋友中有好几个是麻

子：刘景山、杨杏佛、汪敬熙、王徵。
1
胡适这里

所说的王徵和胡适有着多年的友谊，不过，大概

因为资料相对较少，他和胡适的交往情况似乎没

有人关注过。 

王徵，字文伯，黑龙江省宁安人（宁安原属

吉林省，旧名宁古塔，是清代流放远戍之地），1887

年出生。1914 年，王徵以公费赴美国留学，入哥

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学，获得硕士学位。1919 年

归国后，长期服务于银行界，历任美国新银行团

秘书、天津交通银行副经理、中国实业银行总经

理等职。杜威在中国访问时，王徵担任东北地区

的翻译。1928 年孙科任铁道部部长时，王徵担任

常任次长兼理财司长。1928 年秋天，王徵和徐志

摩结伴赴欧美游历。20 世纪 30 年代，王徵等人筹

划成立渤海银行，未成。抗日战争胜利后，王徵

经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推荐，一度出任中东铁

路董事长。在东北任职的三、四年间，王徵大力

收藏中国古代书画。当时，长春伪满洲国皇宫所存

的历代文物散出，王徵因此收获颇多。1948 年行宪

后第一届政府成立，王徵列名行政院政务委员。

1949 年后长期生活在美国。王徵的卒年不详。
2
 

 

一、相同的人生经历 

王徵和胡适有着相同的人生经历。二人都是

幼年丧父、青年丧母。 

王徵 10 岁时就死了父亲，此后全靠母亲抚养

成人。他母亲努力供他进学堂，并送他去美国留

学。1919 年 4 月，王徵从美国留学回来后返乡，

下了火车，离家还有 60 里，他的兄弟来接他，说

他母亲已经去世好几年了。——他出洋的第二年

（1915 年），她就逝世了。这个坏消息一直没有告

诉王徵。
3
得知消息后，王徵“哀痛之下，生趣全

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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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的确是很悲惨的人生境遇。王徵和胡适有

相似的人生经历，二人都是幼年丧父，由寡母拉

扯成人。不过，胡适知道了王徵的悲惨经历后感

慨：自己比王徵强的一点是：留学回国后还能见

母两面；胡母并且亲见儿子完婚，总算是完了一

点心愿；如果自己所遇的境地和王徵一样，岂不

是更不幸吗？
5
 

 

二、相同的政治理念 

王徵和胡适最早大概相识于二人留学美国哥

伦比亚大学期间。在胡适1917年 2月份的日记中，

留有赠给王徵和朱经农的一首小诗。诗云：“日斜

橡叶非常艳，雪后松林格外青。可惜京城诸好友，

不能同我此时情。”
6
不过，他们在美国时期的交往

似乎并不多。 

王徵归国之初，因为工作的问题，和胡适通

信频繁。王徵筹划成立银行，还想游学欧洲，但

都没有成功。他似乎在北京大学短期任教，讲授

经济史，但很不如意，很快就辞职了。
7
 

二人交往最多的时期，大概是 1920 年到 1923

年那几年了。当时，胡适在北京大学任教，王徵

在美国新银行团任职。可能王徵当时还没有成家，

家庭负担轻，胡适有时候向王徵借钱买书或者还

书债。
8
另外，根据胡适日记的记载，那时候，他

们经常在一起吃饭、打球（台球）、谈天、逛公园

（中央公园）、游西山。惬意，自在，无忧无虑。

这大概也是他们生命中最平静的时期。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王徵和胡适有着

相同的政治理念，并且共同参与了一些政治活动。 

20 世纪 20 年代的初期，当时倾向于自由主义

的知识分子曾经有过两次比较大的举动，王徵都

参与其事。 

1920 年 8 月 1 日，胡适和王徵等 7 人（其他

5 人是：蒋梦麟、陶孟和、张慰慈、李大钊、高一

涵）在北京《晨报》增刊上联名发表《争自由的

宣言》。《宣言》明确指出：下列四种自由，不得

在宪法外更设立限制的法律：（1 ）言论自由；（2 ）

出版自由；（3）集会结社自由；（4 ）书信秘密自

由。 

1922 年 5 月 14 日，胡适、王徵等 16 人（其

他 14 人为：丁文江、徐宝璜、高一涵、张慰慈、

朱经农、陶孟和、李大钊、梁漱溟、王伯秋、陶

行知、汤尔和、罗文干、王宠惠、蔡元培）联合

在《努力周刊》第 2 期上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

《我们的政治主张》认为，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

现在应该以“好政府”作为最低限度的要求，“好

人们”应该同心协力的拿这共同目标来向国中的

恶势力作战。“所谓‘好政府’，在消极的方面是

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

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1)充分运用政治

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2)充分容纳个

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 

后世的学者认为，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

稍微有点模样的自由知识分子运动。 

1921 年和 1922 年，胡适有意成立一个小社团

“努力社”（Endeavor Society），并出版《努力

周报》，王徵和丁文江、蒋梦麟等人也是发起人，

他们经常在一起商量有关事宜。
9
 

胡适积极进行的这些活动，王徵都是一个参

与者。当然，王徵参与努力社的发起活动，列名

上述两个宣言，跟随的成分大概比较大，未必很

积极主动。不过，这也说明，当时胡适和王徵二

人有着相同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追求。 

1923 年以后，王徵在银行界和政界沉浮（1929

年，在铁道部任职时，王徵曾被短期逮捕，原因

不详），他和胡适的交往比较少。 

 

三、经济理念上的差异 

王徵经常说：“Hu shih can do no wrong.”

（“胡适错不了。”这句话大概是从英国谚语“The 

king can do no wrong”套来的。用安徒生童话

中的说法来说就是：“老头子做事总没错”）这其

实有点调侃的味道，可见王徵和胡适的关系还是

比较密切的。 

不过，王徵和胡适之间还是发生过一次小小

的争论。抗战胜利前夕，王徵即将从美国返国。

1945 年 2 月 3 日，胡适写信告诫他说： 

关于我们曾讨论的一个问题，我近来也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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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我还是感觉今日国内的朋友们太注重大规

模的建设计划了。套一句老话：“为政不在多计划，

在力行如何耳。”这一句两千年的老话，在今日仍

有一部分的真实性。大乱之后，应该多注重与民

休息。政治的纲纪不可不立，经济的骨干不可不

有，交通的纲领不可不完成。然而“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一句话源出于主张自然无为的老子。

后人多注重“不漏”二字，而忘了“恢恢”二字，

和“疏”的一字。疏是不细密，恢恢是大而宽。“恢

恢而疏”，老百姓才能充分发展其自身的能力，从

各方面谋生存，谋树立，谋发展。我曾听我家乡

老辈说他们的祖上在太平天国乱后的恢复情形，

故深信老百姓有此恢复能力。所虑者“天网”或

太密耳。
10
 

当时中国国内主管经济的人，尤其是资源委

员会的领导人，大多迷恋计划经济和统制经济，

好大喜功，希望通过政府的强势力量来发展经济。

胡适对此是很不以为然的。胡适对王徵的告诫是

有针对性的。但是，胡适的这些意见王徵显然没

有听进去。学经济出身的王徵很是自信，有点瞧

不起经济学外行胡适的上述说法，他反而奉劝胡

适留心读读经济学的论述，少听那些无根的滥言，

少发那种语录体的政论，不要将别人用尽心力的

计划一笔抹杀。王徵这样说道：“倘若一个不懂考

据的人来驳你的《水经注》（胡适当时在研究《水

经注》），那不成大笑话了吗？” 

王徵还说： 

至于老兄的方案，“无为”与“天网恢恢，疏

而不漏”的话，我想了好久，到现在还不敢苟

同。……政策固属常识，然也有他的历史演变与

时代要求。此次战后，计划经济成为世界不可移

易之方针，一则由于苏俄之战绩，一则美国战时

计划之成功与罗氏战前 New Deal（新政）之成绩，

使我们反归“无为”与传统的农业自由经济，这

恐怕是不可能的，也是世界经济势力不容许的。 

王徵还为中国当时的统制经济进行辩护，认

为是必须的，成绩是主要的。至于胡适所举洪杨

乱后的恢复，王徵认为那是闭关时候的经济，和

现实的距离已经很远了。
11
 

其实，不仅王徵一个人，当时很多人（包括

一些经济学家）都被统制经济、计划经济表面的

魅力给迷住了。为统制经济、计划经济唱赞歌的

大有人在。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统制经济、

计划经济成了很时髦的东西。 

可以说，王徵和胡适在政治理念上大体相同，

而在经济理念上则存在很大差距。王徵倾向于计

划经济、统制经济，胡适则基于他的无为哲学，

倾向于自发的自由经济。 

多少年以后，我们回过头去看：在这个问题

上，是外行胡适对呢，还是专家王徵对呢？我想，

答案当然是很清楚的。 

在胡、王之争中，胡适有两条很值得注意：

第一是坚持常识；第二是不赶时髦。 

一个人，如果能够坚持常识，不赶时髦，不

会出大错。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王徵说的很对，坚持常

识，不赶时髦的胡适“can do no wrong.” 

 

四、患难见真情 

20 世纪 50 年代，胡适和王徵不约而同选择了

流亡美国，并且都卜居纽约。1950 年 12 月 23 日，

王徵喝醉了酒，躺在床上吸烟，不小心烧着了床

上的枕头被单之类，结果烧成了重伤，情况很严

重。得知消息后，胡适当然很难过，经常去医院

看他，为他向朋友们募借医药费，并为他处理相

关事务。
12
胡适曾经对胡颂平说：自己一生从来不

记帐，这次为了王徵的医药费用，记了好几个月

的详细帐目。
13
在胡适的帮助下，王徵总算是逃过

了这一劫。此后，王徵主要靠出卖古董为生，并

与一个美国特别护士结婚。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博士生） 

                                                              
1 参见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联经出版

事业公司 1984 年版，第 51 页。（胡颂平把王徵的名字误

写为“王澂”） 

2 王徵的基本情况参见沈云龙辑注：《胡适与王徵来往书

信——从遗落在大陆及晚年书信看胡适先生的为人与治

学之二十一》，台湾《传记文学》第 44 卷 2 期；以及申闻：

《原是一个王文伯》，《南方都市报》2012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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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道平经济思路的演进及其原因 
 

李晓波 

 

【摘  要】大陆赴台学人夏道平以主张自由经济而闻名，但其走上自由经济的思路却有一个曲折的

过程。早在国立武汉大学经济学系求学时，夏道平就已了解到自由经济，不过毕业后不仅没有继续追随

这种思路，相反主张对自由经济进行相当的修正。赴台后任《自由中国》主笔期间，转而揭橥奥地利学

派，转向自由经济。《自由中国》被迫停刊后，通过潜心译介奥地利学派等得以深入探索自由经济。这

种经济思路演进的原因，固然有个人的努力和自由中国社学人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时代环境的变化和

奥地利学派的给养。 

【关键词】夏道平；统制经济意识；自由经济；演进

 

20 世纪中国社会转型中，随着政治制度选择

问题的出现，经济制度的选择问题逐渐呈现出来，

并且越来越重要。不同的学人有不同的选择，同

一个学人的选择可能因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但其思路无外乎自由经济、统制经济、纳粹经济

和计划经济。本文所要讨论的就是大陆赴台学人

夏道平的经济思路。1夏道平见证了台湾政治经济

转型的历程，以主张自由经济而闻名，但其走上

自由经济的思路却有一个在上述四种类型中选择

的曲折过程。 

 

一、大陆时期经济思路的演进 

夏道平 1906年 5 月生于湖北大冶保安镇，保

安镇距离当时享有“东方芝加哥”之称的汉口很

近，民间有“金汉口，银保安”的说法。夏家历

代经商，较为富有。祖父和大伯虽是商人，但多

读了一些书，是镇上受人尊敬的好绅士。他出生

的那一年，在中国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正式

废除，此后在一些较大的城市新式学堂发展很快，

还出现了留学热潮。不过，等到他上学时，父辈

仍然希望他以后继承家业，成为一名好绅士，所

以还是为他请来了家塾老师，教授旧学。四位家

塾老师中，他最难忘的是杜星符（清末民初名儒

张裕钊的再传弟子），杜星符“虽未受过新制教育，

他却知道科学新知的重要，经常劝我父辈要让我

们去考新制学校。”2家塾多年，他读的都是线装书，

遍及经史子集的重要部分，熟谙作文谨严的桐城

义法。由于国文功底深厚，1924 年考取当时师资

阵容强大的武昌国学馆，因缘际会，一年半后又

自作主张，以同等学力考取当时很有名气的新制

学校私立共进中学。1929 年入武汉大学文预科学

习，两年后直升法学院经济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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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武汉大学求学时的自由经济熏陶 

当时武汉大学经济学系的情形，比夏道平高一

年级的张培刚回忆到：“那时法学院（包含法律、

政治、经济三系）教师阵容极强。就经济系而言，

著名教授及其开设的课程有：周鲠生（宪法、国

际法、法学院共同课程），杨端六（会计学——含

成本会计、货币银行、工商管理），皮宗石（财政

学），刘秉麟（经济学、货币银行、经济学说史），

陶因（经济学），任凯南（外国经济史、外国经济

思想史），李剑农（中国经济史、中国近代政治思

想史），朱祖晦（统计学），张峻（国际贸易——含

海运保险）等，可谓极一时之盛。”3这些教授与当

时学界整体面貌一样，经济思路是以社会主义为

主流的，如刘秉麟受李大钊的影响，撰有《马克

思传略》、《分配问题发端》、《苏俄之设计经济》

等文；4陶因在其自编的经济学讲义中，“博采各家

学说”，全面阐述了“《资本论》中的各项基本观

点，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尤为推崇。”5朱祖

晦留学美国，宣讲的是制度学派，在经济政策方

面，主张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当然其中也有主

张自由经济的，如杨端六和任凯南。杨端六早年

留学日本，后又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货

币银行专业，是一位“正统派的学者，颇有英国

学者之风。”6凯恩斯的《货币论》出版后，写过书

评予以驳斥。7任凯南早年官费留学日本，后又考

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经济学，由著名的自由

经济学家埃德温·坎南（Edwin Cannan）指导，回

国后延续了坎南的自由经济主张（详后）。1927

年被聘为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和经济学

系教授，1932年 10 月任经济系主任。但相对而言，

当时武汉大学经济学系持自由经济思路的并不多。

这一时期其它大学与之类似，如北京大学、清华

大学、燕京大学、复旦大学、大夏大学、湖南大

学的经济学系都开设有社会主义课程，讲授马克

思学说、劳工运动史和社会主义史等。8 

当时夏道平并不知道老师们的经济思路有什

么不同，只是记得：“在我们经济学系一年级教经

济学的那位先生，是刚从德国回来的。他所教的，

是当时德国流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他还在三年

级教一门经济政策，那也是从铁血宰相俾斯麦以

来德国的那套玩意儿。”9到了二、三年级的时候，

任教的是几位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回来的教授，

这其中就有任凯南。据其回忆：“在第三学年开始

上课的某一天，任老师以系主任的身份带来一位

新来教统计学的先生进到我们的教室，在任老师

讲完几句介绍话以后，那位留美的年轻硕士在滔

滔的演讲中，扯到当时美国时髦的制度学派而大

‘盖’一阵。他讲完后，任老师在临走时候的讲

话中又简短地以他一向结巴巴的词句，在微笑中

着力点了一句：制度学派不过是德国历史学派的

后代。这句话，我当时不懂其中的含义。到后来

念经济思想史的时候，从奥国学派与德国历史学

派的争论中，我才领悟到任老师那句话透露了他

自己的经济思路。”10 

任凯南在武汉大学经济学系任教期间，仅发

表了一篇长达 27 页的论文《百余年来国际汇兑学

说之演进》（《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 1

卷第 2 号）和一些书评。不过，从这些书评中，

仍可见其经济思路，这在 1934 年 11 月发表的书

评《Applied  Economics,  By  R.  J.  Bye  and  W.  W. 

Hewett》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原作者在书中指出

现行的经济制度已有所改革，是一种限制的资本

主义，“由纯粹之资本主义与集产主义相合而成”，

并认为将来的经济政策“居放任主义与社会主义

之间而执其中”。对此，他评论到：“在今日通行

之资本主义社会，固非单纯者，但在昔时，何非

为驳杂者乎？不过昔时资本主义常有封建时代留

遗之规范政策补其不及，而今则有由受社会主义

之影响以生之干涉政策以救其流弊，此其别尔。

又彼等执中之说亦有语病。自来经济制度常受一

种主要之主义之支配，而以它种主义补救其穷。

断无有两种主义采用势力相敌而能行之不乱者。”

他还指出：“彼等仍保存资本主义之基础，则亦何

有于树立社会主义而兴之并大。执中之云殊滋语

病，反不如一般放任派之言，保存现制而捄其害

之词旨并显也。”11任凯南撰写此文时，世界各国

为应对经济危机的冲击，经济思路已从自由经济

调整为统制经济，而在中国，政界、实业界和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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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界广泛讨论统制经济12，但这篇书评表明他并未

受此影响，仍然保守了自由经济思路。 

大学四年，夏道平与任凯南、杨端六等老师

接触较多。这段岁月多年后他回忆到：“我在武汉

大学念书时，最敬佩的老师都是几位英国伦敦政

经学院的留学生，其中除指导我写毕业论文的任

凯南先生（教西洋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的）及杨

端六先生（教货币学的）对我有过多次单独指导

以外，其他几位虽然在每次考卷上都给我高分，

对我应有不坏的印象，但他们从未主动约见我给

以鼓励和课外的启发。”13四年级时，夏道平选择

了以货币学为毕业论文研究方向，以费雪的货币

数量说为具体研究内容。费雪认为，货币数量的

变动在正常状态下会使得物价水准成比例地变动，

货币流通量 M，货币流通速率 V，各种待售货物

价格 P、P＇、P＂……，各种待售货物的数量 Q、

Q＇、Q＂……之间的关系，可用下列方程式表示：

MV=PQ+P＇Q＇+P＂Q＂+……+EPQ。如果用 P 表

示物价平准，用 T 表示 Q＇s的总和，则方程式可

简化为：MV=PT。现实经济生活中人们除了使用

现金，还将现金存于银行而签发支票，这部分存

款也影响物价，如果用 M＇表示可用支票提取的

存款，用 V＇表示其平均流通速度，则方程式又可

转化为：MV+M＇V＇=PT。方程式演变至此，费雪

仍然认为货币数量 M 的变动，在正常状态下必然

引起 M＇的变动，结果使得物价水准成比例的变

动。20 世纪 30 年代初，世界各国政界和学术界仍

在讨论如何解释和应对经济危机，费雪的货币数

量学说可谓当时的前沿话题，因为其理论前提是

货币的交易媒介功能，排除了货币的价值储存功

能，忽视了投机所带来的金融风险，这个学说与

美国大萧条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所以夏道平

的这个选题既有理论价值，又有现实意义。 

这篇论文14由五个部分组成：“绪论”、“数量

说在历史上之演进”、“费雪尔数量说之体系及其

批评”、“交换方程式之分析与批评”、“结论”。在

“绪论”中，夏道平明确指出所要探讨的是货币

价值问题：货币价值如何发生？如何变动？然后

以费雪的理论为中心，追溯其思想渊源，依其体

系检讨其内容，不仅反思了费雪的理论适用问题，

而且还以货币数量M为主体，从M与M＇的内容、

M与M＇的关系、M与 V、V＇的关系、M与 Q＇s

的关系、P是否是被动的等方面深入检讨了方程式，

得出结论：“数量说在费雪尔以前多少有种弹

性。……至费雪尔则以一贯的精神，完成数量说

之系统；所谓过渡时期者，在他看来，不过是正

常学说之附加条件耳。此种精神，固有助于数量

说之建树，然在另一方面，因其方程式之硬性的

解释，处处求符合其伪定之前题，似不免有观察

疏漏或故事牵强之嫌。……总之，社会现象是人

类主观的心理过程与客观的物质过程所交织。研

究社会科学当然不能同自然科学一样的准确。即

在自然科学中有机化学不能与无机化学同样得到

精确的结论，正因为前者有生理的过程渗杂于其

间。人类心理的活动较生理的过程尤为复杂。故

社会科学决非一个简单的法则所可把握其中心。

费雪尔惨淡经营的数量说体系所以不能完整者，

其原因在此。”15为写论文，夏道平多次请教任凯

南老师，每次任老师“以很沈浊而又口吃的湘西

口音，慢吞吞地给我的毕业论文一点一点地指教。”
16可见，在任凯南、杨端六的指导下，夏道平也开

始认知奥地利学派，开始了解到经济活动中人的心

理因素的重要，得以埋下自由经济的种因。 

 

2、武汉大学任教和参军时期的统制经济倾向 

大学毕业后，夏道平因成绩优异而留校任教，

他较关注西方经济学的最新动态，写过几篇货币

学方面的书评。接下来的几年，武汉大学经济学

系经历了一系列变动：1936 年陶因任经济学系主

任；1937 年 7 月任凯南应邀至新成立的国立湖南

大学任教务长；彭迪先、陈家芷等左派教授来到

经济学系任教。最重要的是，正当夏道平准备公

费留学考试时全国抗战开始，1938 年 2 月武汉大

学决定西迁至四川乐山，夏道平也来到这里。助

教工作之余，他仍坚持学习经济学，不仅精读了

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的著作《经济学原理》，而

且 还 翻 译 了 新 自 由 主 义 经 济 学 家 霍 布 逊

（J．A．Hobson）的《分配经济学》，并由刘秉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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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审正17，1941 年 4 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霍

布森的这本书是当时英国工业革命的产物，在书

中他一方面承袭了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另一

方面修改了庞巴卫克的边际分析方法，主张用国

家垄断代替私人垄断，通过税收、工人运动等方

式促进公平分配和增进社会福利。这些表明，在

武汉大学任助教期间，夏道平并没有追随任凯南

等所启发的自由经济理论，并没有意识到经济自

由与平等、经济自由与政府干预之间的张力，思

想中的经济平等元素还相当浓。 

乐山邻近成都，虽说是抗战后方，但仍常遭

到轰炸。在一次大轰炸中，夏道平险些牺牲。这

件事对他冲击很大，觉得现代战争无所谓前方后

方，于是主动请缨奔赴河南洛阳前线，任上校文

职军官。夏道平参军时，二战的国际形势并不明

朗，中国抗日战争正处在战略相持阶段，几年抗

战下来有些人已产生消极情绪，汪伪政府的成立

就是明证。参军以后，他较关注国际战争形势，

用笔杆子为抗战将士们鼓劲。值得注意的是，正

是在研判国际战争形势的过程中，夏道平又清晰

地表达了经济思路。 

例如：苏德两国原本签订有《苏德互不侵犯

条约》，1941年 6 月条约还在有效期内，两国竟兵

戎相见，夏道平很快发表观感：“当日的订约与今

日的宣战，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演出。这是

极权国家行动的特点，极权国家的杰作。”181941

年 8月，他又专文反思以德国为代表的纳粹经济。

当时学界对德国纳粹经济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

一部分人尤其是自由主义者认为纳粹经济制度是

不健全的，德国金融很快就会崩溃，汽油等原料

将会缺乏，战争因此受到影响；一部分人表示相

信纳粹经济计划是天才的作品，德国经得起战争，

能够解决任何经济问题。对此，他指出：“这两种

看法，似乎都不免失之于偏。我们认为：自由主

义的经济理论，在目前纵然不能全盘推翻，至少

也应加以相当的修正。同时，我们也认为：戈林

不是天人，在他所主持下的经济计划，也决不会

是万全万能，永久不会出毛病的东西。”19纳粹经

济机构像汽车装置厂一样，各部门的配合非常严

密，这固然可以减少浪费和增进效率，但由于“纳

粹经济机构，就像一部大机器，可惜这部大机器

的构成部分都是有意识的人，而不是‘机器人’。

发动这部大机器的，也是有意识的人，而不是一

座蒸汽机或发电炉。人有理智，也有情感；人有

正确的思考，也有错误的判断。这是‘人’之所

以为‘人’。详言之，这是‘人’之所以异于理想

中的万全万能的‘天人’的地方，也就是‘人’

之所以异于无理智无情感无意识的木石的地方。

因此，我们不能说，各部门的经理或工程师在工

作中绝对不发生无意的错误或有意的怠忽。在一

个组织特别严密的机构中，牵一发而动全身。如

果某一部门的主持人在工作上一有错误，也许会

严重地影响到其它各部门，至于主持总计划的人，

如果思考不正确，计划乖谬，其影响更不易于挽

救。”20纳粹经济制度丝毫没有弹性，既像铁一样

硬，又像玻璃一样脆，经不起打击，所以潜伏着

很大的危险。这些表明夏道平在从军时期，调用

了奥地利学派的思想资源，强调人不是无意识的

机器，而是有意识、有心理活动的，用以反思高

度计划的德意模式和苏联道路，但这并不意味着

此时他选择自由经济，相反认为英美传统的自由

经济应有所“修正”，表现出统制经济21的倾向。 

 

3、国民政府任职期间的统制经济初步反思 

抗战以前，当中国思想界和实业界还在讨论

何谓统制经济、如何实施统制经济时，国民政府

已开始实施统制经济，1933 年设立了第一个统制

机构棉业统制委员会，1935 年成立资源委员会，

统制重工业和工矿产业。抗战发生后，统制经济

几乎成为国人的共识，而国民政府为应对战争，

逐渐确立战时统制经济体制，统制措施又有所加

强，范围逐渐扩展到统制财政、统制金融、统制

生活物资、统制外汇等。1943 年战区人事变动，

夏道平转回重庆，进入国民政府的战时民意机关

国民参政会，任经济建设策进会研究室主任（顶

头上司是国民参政会的副秘书长雷震）。在审阅民

间申诉文件和拟定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对于当时

经济管制的流弊，增加了一些实际的认知。”22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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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管制何以会带来流弊，还没有深入的反思。

这一时期，他忙于实务，所发表的文献较少，目

前所查到的仅有两篇：一篇是书评《马著经济学

概论》（《新经济》第 8 卷第 11 期，1943 年），还

有一篇是《工业关系》（《中国工业》第 30 期，1945

年）。《工业关系》是一篇译文，原刊《伦敦经济

周刊》1945年 2 月 17 日。文中所讨论的是战时英

国为发展生产而临时组织的旨在协调劳资关系的

联产会，联产会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工会与雇主

的紧张关系，促进了工业关系，战后雇主们认为

应取消，而工会认为应保留和继续存在。原文作

者指出，虽然工业关系日趋复杂，工业和政治一

样，内部必须要有一定的支配权，但工业关系还

是应有所改进，工业统制不可太多，不可固步自

封和不求改进。此文实为二战快结束时，英国反

思统制经济的表现。夏道平选择翻译此文，也表

明此时他开始反思统制经济，但是其经济思路的

方向并不明确。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国民参政会

不再设立，夏道平又进入经济部任参事。在此期

间，有一次去雷震家聚餐时认识了大名鼎鼎的胡

适（胡适和雷震后来在台北创办《自由中国》半

月刊，夏道平应邀当编辑，这可能是原因之一）。

抗战胜利后，中国迎来了和平建国的契机，国共

两党一度为此进行谈判，但最终还是陷入内战局

面，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的力量对比逐渐发

生重要变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民政府接连公

布了一系列方案，如《经济紧急措施方案》、《经济

动员纲要》、《新外汇贸易方案》、《国营事业配售民

营办法》等，结果不仅未能挽救政治经济危机，反

而由于官僚资本的膨胀、政治的腐败，造成政治经

济总崩溃，1949 年 4 月国民政府被迫迁至广州。

此时，夏道平选择脱离公职，“打算在民间做点有

意义而可谋生的事情，再也不要进政府机关任公

职。”23他是这样想的，后来也是这样做的。 

 

二、《自由中国》时期的自由经济转向 

夏道平是怎样来到台湾的，至今没有详尽的

资料，但时间是 1949年。赴台后的最初一段时间，

在王云五创办的华国出版社当编辑，同时还与雷

震等一起筹备《自由中国》半月刊。1949 年 11

月 20 日《自由中国》正式创刊，胡适任发行人，

雷震任社长，马之骕任经理，夏道平与雷震、殷

海光、张佛泉、聂华苓等一起任编辑。 

《自由中国》的创办是自由知识分子与开明

国民党人的结合。这种结合中，自由主义者原本

想用胡适的名义来控制住刊物的编辑权，可是由

于当时属于开明国民党人的雷震强势主导，也由

于自由学人的介入不够积极，更由于他们本来就

意在帮闲，所以创刊后的一年多时间，《自由中国》

与官方相当亲近。24《自由中国》与当时台湾其它

报刊一样，大多站在官方的立场讲话。25朝鲜战争

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台湾由此

转危为安。此后国民党改造运动中，两蒋逐渐背

离宪政承诺，日益走向威权。《自由中国》中的自

由主义者和国民党的开明派对此皆不以为然，遂

与之决裂。 

在此背景下，1951 年 6 月《自由中国》果敢

发表了夏道平撰写的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

文中讲了一件“怪事”：有人在土地银行开立一个

户头，土地银行给这个户头发本票（本票都是见

票即付的，但土地银行开给这个户头的本票都是

期票），于是这个户头就利用这种本票作抵押，到

处以高利率向人借款，每等到借贷成交的时候，

保安司令部总能一并破获。这类案件被公开有五

起，人犯达二十余名，全部案款有台币一百一十

万元，抵押品都是土地银行的本票。社论提出三

大疑点：第一，“在土地银行开立户头的是什么

人？……一个普通人怎么会有一百多万的巨款摆

在银行内？如果说该户头可以透支，透支的限额

是多少？大量的透支即是信用放款，信用放款是

须要担保的；是谁担保？是哪个公司行号担保？

或者是什么物品担保？而且在现行的金融管制办

法下，银行信用放款已严格地被控制住，不是银

行本身可随意做的”；第二，“目前银行存款利率

最高的月息不过四五分。但这五件借贷案中，最

高的月息达到二角六分，最低的也有一角二分。

我们试想想，……以存款换得的银行本票向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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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借款，而承担高到好几倍的月息，天下哪有

这样的大傻瓜做出这样的大傻事？”第三，“‘保

安司令部’军事检查官提出的起诉书，叙述到‘犯

罪事实’时，无一处不提及借贷人的姓名。……

但在叙述借贷行为之发生和经过时，完全不提及

借款人的姓名，似不免有故意掩蔽之嫌。”他的最

终推论是：这是“政府诱民入罪，至少是政府中

某些机关办事人员诱民入罪”，“政府诱民入罪”

的真正动机在于套取高额办案奖金：“依照金融案

件提付奖金的办法，告密人的奖金是全部案款的

百分之三十，承办单位的奖金是百分之三十五，

这样的暴利而又不要本钱的生意，恐怕为民间任

何投机生意所不及吧！”26 

社论发表后，当时负责执行金融管制的“保

安司令部”极为愤怒，督察处长陈仙洲出面发表

谈话时，不仅没有直接答复社论所提出的疑点，

反将非法金融活动与匪谍联系在一起，要求新闻

界合作以维持当局威信，私下还安排陶希圣代笔

写了一篇赞同金融管制的社论在《自由中国》上

发表。远在美国的胡适知道后，致信《自由中国》：

“这篇文字有事实，有胆气，态度很严肃负责，

用证据的方法也很细密，可以说是《自由中国》

出版以来数一数二的好文字，够得上《自由中国》

的招牌！”27事件最后在台湾省主席吴国桢的干预

下平息了下来。这篇社论标志着《自由中国》全

面自由主义化28，于夏道平本人而言，也有深刻意

义，意味着他开始从一个开明三民主义者转变为

一个服膺经济自由的自由主义者，多年来深埋的

自由经济种子也在环境的诱发下由此发芽。 

“自由依赖于极为平凡的小事。”29《自由中

国》时期，夏道平的政论文章随着可批事象的增

多而增多，而且越来越率直、严厉和深入。30文字

虽绵密细致，但从不在枝节问题上作隔靴搔痒式

的讨论，而是特别注意较长远的打算和问题的根

本解决。《政府不可诱民入罪》之后，他充分发挥

自己的经济学出身优势，又撰写了多篇社论，从

政治、行政、经济和军事等方面批评当局的经济

管制，阐发自由经济主张。 

经济方面。迁台初期，当局为安抚人心和恢

复发展生产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土地改革是其中

之一。土地改革分三步完成：三七五减租、公地

放领和耕者有其田，进行到第三步时，由于财政

不足，如何将地主手中的土地转移到农民手中成

为一大难题。当时台湾当局拥有大量的公营企业

和党营企业（源于对日产企业的接管、迁台企业、

当局独占经营企业、国民党直接投资的企业等），

这些企业大都机关化，内部管理较乱，浪费多、

效率不高，与真正的企业相差很远。为使改革顺

利进行，陈诚倾向于购买的办法，当局先后通过

《公营事业转移民营条例》和《实施耕者有其田

法》，具体方案是用公营企业的股票和实物债券和

地主换土地。陈诚的这种做法引发了一场公营民

营大辩论，很多民间和党政人士都参与其中。31辩

论中蒋介石选择支持陈诚的做法。32作为试点，

1955 年春台湾水泥、纸业、农林、工矿四家公营

企业转为民营。这个改革得到了夏道平的赞同：

“国营事业的浪费和效率低，已是大家熟知的事

实；改归民营后，由于私人企业心的发挥，这些

缺点可以大大改进。”与此同时，他还勉励民营事

业发挥奥地利学派所倡导的企业家精神，“民营事

业的生存和发展，要靠经营者充分发挥其企业精

神，从技术与管理方面力求改进。”33由于技术的

改进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他又希望民营企业率

先丢掉衙门习气，以推行科学管理为第一要务。 

政治方面。台湾当局虽允许部分企业改为民

营，但总体上仍然固守“国营企业”思维。当时

台北大法官会议有一项法律解释认为，无论是政

府投资经营的，还是公私合营的，只要是称为“国

营事业”的公司转投资于其它事业的资金一律视

为政府资本。夏道平注意到如此辗转投资下去，

政府资本在所转投资的事业资本总额中所占的百

分比将越来越小，可能的后果就是国营的范围日

益扩大，民营则日益缩小，政府资本将以小吃大。
34从这个具体政策中，他看出了政治与经济关系之

大：“对于政治经济问题，我们一向有些坚定不移

的信念。其中，我们认为：政治民主是要以经济

自由为基础的。生产事业的国营，只有在资源稀少

以免私人垄断的情况下，才有其必要；过了这个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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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国营事业愈扩张，政治上的民主就愈萎缩。……

我们确信，一国的政治趋势，趋向民主或趋向极权，

也可以从国营事业的伸缩看出来。”35 

行政方面。两蒋治下的台湾地盘不大，但机

构庞大、庞杂，不仅浪费人力、物力和财力，而

且还妨碍行政效率。以财经机构为例，原本设有

“财政部”和“经济部”管理财政和经济行政，

后来又增设“经济安定委员会”、“美援运用委员

会”和“外汇贸易审议委员会”等，把财经权力

分割得乱七八糟，与这些管理部门接触过的民间

工商业主无不感到头疼。夏道平对此批评到：“骨

子里的理由，是要回避责任。是要造成财经两部

有责无权，而这些委员会有权无责的局面。这样

才好上下其手，才好便宜行事。有利，不妨你争

我夺；有过，又可你推我诿。”“苛烦的管制政策、

干涉政策，已经把民间工商业桎梏得踹不过气

来。……现在民间工商业最伤脑筋的问题，不是

如何减低成本、改良商品、在市场上争取消费者，

而是要不要鬼鬼祟祟走进官方的旁门左道。”36 

军事方面。1957 年 8 月《自由中国》以“今

日的问题”为中心展开讨论，夏道平反思的是军

事问题。在他看来，军事问题对当时的台湾极为

重要，因为当时存在一个难解难分的死结：“政治

害于经济，经济害于财政，财政害于军事。……

如果军事问题有适当的解决，财政问题就比较容

易着手；财政问题减少，经济问题也比较好办；

从而政治与其它问题的讨论，才不致是废话。”37这

种判断绝非虚言，当时两蒋为反攻大陆仍保持 60

多万人的常备军，结果财政无力承担，庞大的军

费支出大多与军事无关，官兵薪饷所占比例较小。

考虑到美国第七舰队仍驻守台湾海峡，并无助台

反攻之意，他指出军事问题应面对现实作最有利

的打算，第一步就是大量裁军，“裁军的重心，当

然是在陆军方面。现在陆军的成分，台湾省籍的

兵士，将近半数。他们退为后备兵以后，可以回

家自理其原有的生计，无须‘政府’负担生活；

至于大陆省籍的，‘政府’使其就业于农工生产部

门。这样一来，常备兵的人数既大为减少，则待

遇可以相当改善。同时在生产部门由于劳力这一

生产要素的增加，再配以其它条件（最重要的如

解除经济管制的重重桎梏，让民间企业得以发展），

则台湾经济的前途，就可有繁荣的希望。”38可见，

在夏道平那里，自由经济对于解决台湾军事问题

有着特殊意义。 

《自由中国》时期，夏道平不仅从细微处鞭

策经济自由，而且还公开接橥奥地利学派的经济

学说。武大校友詹绍启从《自由中国》的言论中

早已知道他是反对经济管制，主张经济自由的。

1957 年上半年寄来一本英文杂志《U．S．News and 

World Report》，其中一篇题为《What＇Behind the 

War on Business》的文章预告了米塞斯的新著《The 

Anti‐Capitalistic  Mentality》（美国 D．Nostrand 

Company Inc．1956 年 10月出版），他很快将内容

摘要翻译出来，以《反资本主义的心理》为题在

《自由中国》上连载。这本书是米塞斯多年来对

美国社会亲身观察的结果，书中“把美国知识分

子、白领工作人员、专门职业者等反资本主义的

心理，描绘得惟妙惟肖，分析得合情合理。”39详

细讨论了反对资本主义的各种心理因素如平等、

正义诉求等，试图澄清被误解的资本主义，结论

是市场经济、自由企业等名词与资本主义所指的

其实是同一件事，不过着眼点不同而已。如果我

们想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和享有充分自由，那么就

必须依赖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运作。这本书

篇幅不长，通俗易懂，出版后在美国很畅销，每

两年就会重印一次。夏道平刚开始翻译时只是节

取了其中的一部分，刊登在《自由中国》第 16卷

第 1—4 期，后来又印有单行本。1957 年秋他又将

此书全部译出，为强调原书论旨，特将书名改为

《被诬蔑了的资本主义》。他没有想到的是，“行

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工业委员会征得自由中国

社的同意，将译稿列为《经济丛刊》出版发行。

他更没有想到的是卖了不到几天，工业委员会就

告之此书受到外来干涉，将删节改版。至于如何

删节改版，他一无所知。经再三催促直到 1958年

2 月才拿到删改本，发现原书已由 72 页删至 52

页，“译者的话”不仅删去 4 段，而且还在结尾擅

自添加了一段话。他对此很气愤，特刊登启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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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抗议。此后，工业委员会托经济部参事高叔康

向他请求原谅，《被诬蔑了的资本主义》的全译本

和删改本都没有继续再发行。 

《自由中国》时期，夏道平所写的政论文章

不仅表达了当时人们的正义呼声，而且有的还收

到了实际的政治效果，如迫使俞鸿钧及其内阁倒

台等。自由经济方面的努力也没白费，台湾当局

虽然时至 1957 年仍是管制经济思维，此后的事实

是 1958 年历经外汇改革大讨论，财经政策悄然发

生变化，主政的尹仲容部分吸收自由经济学家的

意见而开始改革。当然，这些政论文章更多的是

引起当局的不满。从 1959 年开始蒋介石为三连任

“总统”费尽心思，自由中国社多次刊文批评，

夏道平也撰写了多篇社论：《蒋“总统”不会作错

了决定吧？》、《好一个舞文弄法的谬论——所谓

“修改‘临时条款’并不是修改‘宪法’本身”》、

《敬向蒋“总统”作一最后的忠告》等，文中他

力劝蒋介石学习华盛顿和杰斐逊所开创的优良传

统：华盛顿总统任期满两届后主动放弃续任总统

的机会，杰斐逊在总统任期内厉行民主政治。但

这些诉求终为威权所不容，1960 年 9 月 4 日当局

指控《自由中国》“涉嫌叛乱”，将发行人雷震等

逮捕法办，《自由中国》由此停刊。为救出雷震，

夏道平与殷海光、宋文明等人联名发表《〈自由中

国〉言论撰稿人共同声明》在台北各大报刊上刊

登，说那些“涉嫌叛乱”的文字大都是他们写的。

那是一个抓人杀人不眨眼的时代，当他们共同署

名发表声明的时候，他们都做好了被抓的准备，

表现了知识分子大义凛然的担当。 

 

三、《自由中国》停刊后自由经济思路的深入探索 

《自由中国》时期，夏道平的经济思路虽然

已有所转进，并清晰地把经济自由看成民主宪政

的必要条件，但其言论重心毕竟在民主宪政。《自

由中国》被迫停刊后，夏道平转到讲台，先后在

台湾政治大学、东海大学、辅仁大学、东吴大学

和铭传商专等校任教，用他那低沉的湖北腔调讲

述《经济学英文名著选读》等课程。由于没有了

发表言论的地方，他对当时实际政治中的一些枝

节问题不再感兴趣。不过，其自由经济思路延续

了下来，如 1961 年 12 月他翻译了 John F．Due  和 

Robert  W．Clower  的著作 Intermediate  Economic 

Analysis 的最后一章“福利经济学”，在“译者的

话”中他指出：“把经济学当作一门科学来看，‘福

利经济学’这个名词，译者总觉得大有问题。尽

管有许多经济学的权威使用这个名词，我迄未被

他们说服。科学就是科学，无所谓福利非福利。

我们可以应用科学来谋福利，但科学的本身不应

该冠以‘福利’这个形容词。”40 

那时，夏道平仍住在台北和平东路的华国出

版社内，距离殷海光的家不远，课余时间常找殷

海光谈学问谈思想问题。据聂华苓回忆，夏道平

找殷海光“谈民主、谈自由、谈哈耶克、谈罗素、

谈自由经济。”41这一时期，夏道平还广为阅读奥

地利学派的著作，如哈耶克的《科学的反革命》、

《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到奴役之路》和《自

由的宪章》等，1965 年写出长篇论文《海耶克教

授经济思想的简介》，指出“海耶克经济思想的结

构，是嵌合在他的自由哲学整个体系中。个人尊

严、个人自由，是他全部思想的基设，当然也是

他经济思想的基设，从而形成了他的对于现行若

干经济政策的批评。”42随着时间的流逝，《自由中

国》学人逐渐远去，夏道平开始寂寞起来。 

在这段寂寞的日子里，他的思想世界其实并

不寂寞。他开始有时间埋首于奥地利学派的经典

著作中，与大师们谈心，又译有米塞斯的著作《经

济学的最后基础》和《人的行为》，哈耶克的论文

集《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还译有自由经济学家

洛卜克的著作《自由社会的经济学》。米塞斯的《经

济学的最后基础》给先验论以适当的地位，强调

宇宙间有些东西是自然科学所不能描述和分析的，

在自然科学所可观察和描述的范围以外还有别的

东西，那就是人的行为；《人的行为》长达八十万

言，集中展示了鲜明的经济自由主义立场，认为

经济学是人的行为通论或行为学的一部分，经济

学所处理的是实实在在的人，市场经济的各个方

面，举凡市场、竞争、自由、价格、成本、货币、

时间、储蓄、利息、利率等，在书中都有详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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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哈耶克的《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不仅讨论

了社会科学的方法，而且还论述了纯粹的经济理

论和实际经济问题；洛卜克的《自由社会的经济

学》则是一本经济学教科书性质的著作，其中肯

定了奥地利学派的核心观念。译了这些书以后，

夏道平更深切、周延地理解了经济自由，“笃定”

了自由经济思路。
43 

客观而言，夏道平当时所潜心翻译的奥地利

学派并不合时潮，因为二战后占据主流地位的是

凯恩斯主义，受此影响，台湾当局财经官员一直

迷恋凯恩斯主义的那一套，藉通货膨胀创造有效

需求，促进就业和推动经济发展；经济学界有很

多人依赖计量模型来处理经济问题，对于不能量

化的复杂事象要么强行量化，要么无视其存在；

经济学教科书充斥着凯恩斯主义的数字表、代数

式、几何图形和经济学模型，几乎看不到人的心

灵活动。此外，在经济制度方面，台湾当局则一

直以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为指导，当时主持财经的

李国鼎在解释时指出，民生主义所指示的经济政

策是：“‘富而均’，不是‘均而富’。所谓‘富而

均’，系着重在‘富’，而在致富的途程中兼求其

‘均’。”44为实现此目标，当局多次进行赋税改革，

如 1956 年实行单一所得税改革，个人所得和企业

营利所得都按累进税率征收。45 

当社会各界打着平等、贫穷、福利、公平正

义、经济成长、就业和社会安全等旗帜，主张当

局干预经济的时候，夏道平不愿沉默，经常运用

奥地利学派撰文加以批驳。 

1965 年 1 月夏道平撰文告诫当局，不用过分

依赖所得税。46此后，又以个人所得税为例从理论

和事实两个层面反思累进税，指出这是多数人对

少数人给以差别待遇，而且是任意的差别待遇，

有违民主法治原则；征收复杂，不仅加重税务行

政费用，而且可能会鼓励贪赃纳贿、逃税偷税；

“累进税的主张者总以为它可以减轻经济的不

平等，可是，事实上它在这方面却保障了既存的

不平等。”
47
他推举递减的累进税，两大要件是法

定税率和有客观标准的免税额，法定税率可参考

政府在国民收入总额中拟课税的百分数来规定，

免税额则可依照一时一地的最低生活费用来确定。

这样在征税的时候，实际税率就以递减的方式累

进。 

1977 年 3 月夏道平在《铭传学报》上发表了

长篇论文《平等与经济平等》，系统地检讨了经济

平等的问题，指出平等只是在近代才成为一个社

会目标或理想，但近代人的平等观念却很模糊：

“近代人所向往的平等，大都着重于经济平等。

他们似乎认为：经济平等是其它一切平等的必要

条件。如果经济不平等，则所谓政治平等、社会

平等，……都会有名无实。这个说法是把平等问

题看得过于简单。”48在他看来，经济平等既不能

促进经济成长，也不能增进经济福利，“人民经济

福利的增进，不在于所得分配的平等；恰恰相反，

所得分配的不平等，反而可以保证人民经济福利

的不断增加。”经济不平等有益而无害，“在分配

不均的社会，总会有人不满的。但‘不满’并非

完全是坏事，‘不满’有时是‘希望’的化名。希

望可以促成进步。如果消除了所有的不满（这当

然是个绝对不可能的假定），也即消除了所有可能

的进步。但是，如果不满与不公平的错觉相结合，

那就会酿成社会动乱；动乱的归趋，大概就是一

个奴役的社会。”49其结论是：平等是有界域的，

在平等议题上，应当坚持的是人格平等、法律平

等、原则性的机会平等，应当反对的是结果平等、

实质性的经济平等；贫穷问题不宜与一般的经济

不平等问题混为一谈。 

1979 年至 1980 年间台湾出现较大的通货膨

胀，围绕通货膨胀发生的原因和应对之策，蒋硕

杰与王作荣展开笔战，是为著名的“蒋王论战”。

夏道平也发表观感，认为在讨论经济问题时理当

有一些共识，如恪守市场法则、维护货币纪律、

重视长期分析和尊重经济理论等。50此后，他还撰

文专门检讨凯恩斯的理论，指出凯恩斯的著作缺

乏必要的社会哲学基础，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

运用到社会科学上，只是从技术效率层面考虑社

会问题，“这本书所讲的，自始至终只讲物质的生

活资源，从未讲到人之所以为人也要靠精神食粮。

在这本书中，找不到丝毫的‘人影’,所以这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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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是把人完全物化了。”51凯恩斯理论下的通货膨

胀与以前不一样，它是一种温和的膨胀，更是一

种加速的膨胀。这种膨胀稍一停止或减缓，接着

就是更大的膨胀。这种膨胀不仅不是促进充分就

业的有效手段，而且其代价是相当惨重的：“以通

货膨胀的手段来解决失业，更造成比原来的失业

量更大的潜在失业而终会爆发出来。”最严重的危

害在于，“如果照过去一样，膨胀稍一停止或减缓，

接着就是更大的膨胀。如果继续下去，势必膨胀

到市场经济的一切机能终于全盘解体。”52 

退休后，夏道平接受蒋硕杰的邀请，任台北

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从事改稿和编辑《经

济前瞻》季刊工作。当时，台湾当局、舆论界和

学术界都在高喊经济自由化、国际化，声音虽一

样，但内涵并不相同，至于具体做法更是五花八

门。为澄清观念，1986 年他撰文指出市场秩序是

“经由市场供需法则所形成的价格体系之指引，

生产资源会用在最有效率的途径”。将市场秩序和

丛林法则混为一谈，甚至漫骂市场秩序是不对的，

因为“那些被指责的事象，很多不是市场运作的

结果，仅仅是在市场上浮现出来而已；它们的根

源另有所在。而且，把它们都归咎于市场的那些

说辞，其中还不免有些观念混淆，有些情绪掺杂。”
531988 年 8 月时值哈耶克所发起成立的蒙贝勒兰

学会（The Mont Pelerin Society）准备在台北召开

特别会议之际，他特意撰文宣传这一独特的国际

民间学术团体，并突出强调学会的一大宗旨——维

护市场机能及其原创力，以鞭策当局切实施行宪

政民主和经济自由政策，其中讲到：“对于市场机

能理解愈深，对于自由民主的信念愈是坚定；而

且对于自由民主的实际运作是否得当，也会有愈

正确的辨认。”市场机能不容干扰，也即经济自由

的另一种说法，“经济自由是政治民主的必要条件。

所以凡是志在促进自由民主的人士，必须耐心研

究市场机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54仅仅强调“政

治回归宪法”还不够，他还大声呼喊“经济回归

市场”。55 

1989 年由于年老病痛，夏道平回家静养。1995

年 12 月 23 日这位致力于台湾自由民主、为自由

经济散播种子不遗余力的哲人56，安详辞世。 

 

四、夏道平经济思路演变的原因 

综观夏道平一生经济思路的演变历程，可以

发现，虽然早在武汉大学经济学系求学期间，就

已通过业师任凯南和杨端六等人的指导而了解到

古典经济学理论，埋有自由经济的种因。在武汉

大学任教和参军时期，不仅没有跟随任凯南等启

发的自由经济思路，相反由于思想中的经济平等

元素浓厚，主张对自由经济进行相当的修正。在

国民政府任职期间，思想开始有所转进，但方向

并不明确。这种经济思路的断裂，显然与当时中

国思想界有着比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更为浓厚的

社会主义思潮、国民政府为应对世界经济恐慌和

日本大举侵略中国、加紧实施统制经济相关，当

然也受到当时经济学系老师变动的影响。 

去台后任《自由中国》主笔期间，夏道平之

所以得以转进到自由经济思路，用他自己的话说，

那就是因为“亲身体验到种种反自由的政权为害

之深而燃起的”。57当时，台湾当局在政治方面严

格执行戒严，在经济方面则以经济混乱为借口而

采取全面的管制措施。《自由中国》创刊之初，自

由中国社学人在思想上继续持守经济平等的思路：

“一面口头上力争政治自由，另一面又否定经济

自由，甚至歌颂毁灭自由的计划经济，很少意识

到放弃经济自由之严重后果”58面对这种情形，他

不仅“燃起”政论热情，而且还积极寻求思想资

源，奥地利学派正是在此时被发现的，多年来深

埋的自由经济种子也在时代环境的诱发下由此发

芽。 

需要注意的是，1950 年代中后期台湾当局的

经济思路有所调整，这表现在尹仲容主持财经时，

从台湾现实考虑重新诠释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主

张：“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但不废弃私有财

产制度；主张发展国家资本，但不抹杀自由经济

下的私人企业精神。”59为把台湾建成一个可以和

香港竞争的自由贸易地区，采取了很多财政金融

措施，如批准《十九点财经改革计划》，颁布实施

《奖励投资计划》，将经济战略从进口替代调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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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扩张，这些措施促成了台湾经济的起飞。但

在尹仲容逝世后，台湾当局重回贸易保护政策，

进行经济管制，经济自由化思路不彻底。这些构

成了夏道平在《自由中国》停刊后，继续译介奥

地利学派，并将奥地利学派应用到具体经济问题

上的重要时代动力。 

当然，夏道平在转向自由经济的过程中，也

受到自由中国社学人的影响。《自由中国》创刊后，

为讨伐两蒋威权和经济管制措施，夏道平不仅积

极论政，而且还燃起钻研自由理论的炽烈热情。

当时积极钻研自由理论的还有殷海光和张佛泉，

殷海光研究哲学，长于逻辑和思想文化，张佛泉

治政治学，著有《自由与人权》。虽然所学不同，

但夏道平仍以他们为楷模：“两位努力治学的精神

和其路线，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对于我

有不少的激励和启示。”60夏道平是学经济学的，

在他们的激励和启发下，选择了阅读经济自由主

张最为彻底的奥地利学派。当时还有一个人不得

不提，这就是周德伟。周德伟是哈耶克的亲传弟

子，20 世纪 30 年代初学成回国时，“已熟识海耶

克之初期著作，对于其集体主义之经济，凡反驳

社会主义之论据尤为娴熟，其时米塞斯之

Gemeinwirtschaft（英文本后出，译为《社会主义》，

其实乃反对社会主义之巨制）已经出版，余已熟

读。”611947 年就已得到哈耶克的著作《The Road to 

Serfdom》。赴台后任“财政部”关务署署长，但

他做官不忘学问，著有《经济政策与经济学理》

等书，同时还任《自由中国》的社外撰稿人，从

1951 年底开始就在其住所尊德性斋（现改称紫藤

庐）定期主持学术聚会（后因特务干扰半年后停

止），研读外国自由主义经典，殷海光、张佛泉、

徐道邻、夏道平等经常参加。1953 年殷海光译成

《到奴役之路》正是周德伟的推荐。退休后，周

德伟潜心翻译哈耶克的著作《自由的宪章》，夏道

平与他交往密切，每周面谈一两次，这种交流无

疑有助于认知哈耶克和奥地利学派。 

夏道平转进到自由经济的思路，并得以深入

探索自由经济，其机缘除了武汉大学求学时埋下

的自由经济的种子、自由中国社学人的影响和台

湾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还有国际思想大背景。

这就是二战以后苏美争霸的冷战时代的到来和欧

洲实行左翼政策弊端的呈现。二战的严峻形势将

社会主义苏联与自由主义英美暂时结合在一起，

共同应对德意日法西斯主义的挑战，战后国家利

益和意识形态的矛盾迅速上升，成为世界性冲突

的根源。奥地利学派的主要代表米塞斯和哈耶克

师徒，早在社会主义经济思潮流行的 20 世纪上半

叶就已首举义旗，与兰格等辩论社会主义经济计

算何以可能问题，指出国家管制经济将会使人民走

上奴役之路，力证只有自由经济才能确保政治民主。

但在社会主义风潮劲吹下，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并不

为人所重。冷战时代的开启，终使西方的思想界发

现到这一学派的价值。62《自由中国》敏锐感知了

国际自由主义思潮中的新动向，第2卷 1期就译有

米塞斯的文章《社会主义与专制》，其“译者言”

称：“密色斯教授是维也纳经济学派的领袖，有名

的海也克教授便是他的学生。密氏早就指出，国家

管制经济，早晚会造成专制极权的警察国家。”
63
第

9 卷至第 11 卷分 11 次连载了殷海光译述并夹叙夹

议的哈耶克作品《到奴役之路》。 

从实践看，二战前后西方一些国家先后实行

了社会福利政策，英国工党上台后更是将银行、

铁路、电力、钢铁等收归国营，但效果并不理想。

《自由中国》有作者指出：“社会主义给英国带来

的并不是先前所预期的繁荣，而是匮乏和重税。”

国营的结果是样样都赔钱，为充分就业，个人宝

贵的择业自由也被取消了。受英国的影响，法国

在战后也实施国有政策，结果发现“效率低落，

生产减少，赔钱等情形，和其它作社会主义尝试

的国家，如出一辙。”
64
后来，法国政府又将这些

企业转回民营。新西兰、澳大利亚等的情形大致

与英法类似。自由中国社的其他一些作者则注意

到战后美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将这些成就归功于美国实行的自由经济制度，驳

斥那些对自由经济制度的批评。
65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战后西德和日本由于实

行自由经济，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并走向繁荣；英

美等国战后由于长期奉行凯恩斯主义，结果到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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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70年代出现了凯恩斯主义不能解释和应对的

滞胀局面。在此背景下，主张自由经济最为彻底

的奥地利学派因势而起。夏道平原本就对奥地利

学派的经济思想和其相关的社会哲学有浓厚的偏

好，奥地利学派的理势变化，无疑更增加了他的

信心。总之，奥地利学派的思想资源是夏道平转

向自由经济，并得以深入探索自由经济思路的重

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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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求知与信仰 
——对胡适、殷海光与夏道平三位先生的一个比较认识 

 

张志鹏

 

胡适、殷海光和夏道平三位先生都是从大陆

去台湾却长期被大陆所遮蔽的自由主义思想家，

该是全面了解他们的时候了。我对三位先生的了

解也是近几年的事情。很早就知道胡适先生，但

仅仅是因为教科书中的“新文化运动”。后来断断

续续地接触到对胡适先生介绍，直到翻看胡适文

集，才发现了一个全新的“大写”的胡适。对殷

海光先生的了解是大约十年前，读了上海三联书

店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展望》，随后通过网络的搜

索，认识到了一个独特的殷海光。我知道夏道平

先生最晚，仅仅是在二、三年前，听夏明老师谈

起他的祖父。前不久，长春出版社的胡新编辑寄

给我一本《夏道平文集》，我才开始了与这位经济

学前辈的“对话”。这三位先生虽然研究的专业领

域有所不同，但在人生轨迹上有交集，在自由思

想上有共鸣，在信仰探索上有类似。不过，我最

感兴趣地是这三位有着非常强烈求知欲的自由思

想者，他们是如何将对自由的学理认同与对人生

的信仰确定相互结合起来的。 

 

一、自由主义者的追问 

对于自由主义与宗教、知识与信仰的联系，

夏道平先生进行了深入简明的论述。“自由主义是

纯理的、是可得到逻辑支持的一个知识体系。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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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是直觉的信仰，经由信仰而感觉到的经验得不

到逻辑的支持也可说是超逻辑的。知识与信仰是

两个层面。自由主义者对宗教是中立的，他们很

少皈依某一宗教而成为教徒；但他们决不轻蔑或

敌视宗教。”“知识与信仰虽属两个不同的层面，

但从知识面通往信仰面，绝非不可能的。只有肤

浅而又狂妄的知识分子与那些被赫赫有名的荒诞

哲学家如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等的理论体系

所迷惑的高级知识分子，才认为信教是无知之辈

的盲目迷信。还有现代高级知识分子中的科学迷，

对宗教的心态也与他们类似。”
1
这些论述看似简单，

实则隐含着自由主义发展乃至现代化进程中的一

系列重大疑惑。这些问题包括：既然自由思想乃

至自由主义都是基于逻辑知识或者说科学而形成

的，那么自由思想者或自由主义者还需要宗教或

其他信仰吗？自由主义者的宗教或信仰与其自由

的理念是冲突的吗？二者能够融合的？自由主义

者的宗教或信仰的选择依据是什么？他们的选择

为何会有差异？ 

首先，自由主义虽然是科学知识论证的结果，

同时也需要自由思想者从终极层面上来解答。所

谓自由思想或者通常所说的自由主义，其核心内

容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即每个人都做自己

喜欢的事，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没有

谁不喜欢随心所欲的自由，但作为一种社会理念，

自由主义则时刻强调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自由主

义作为一种可欲的社会目标提出来，是建立在毫

无感情色彩的纯粹逻辑推理和科学检验基础之上

的。学者们可以在一些特定的理论假设和评价标

准上，分别从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社

会科学推导出一个效率更高或资源分配更加公平，

或更加公正的社会规则。这些社会科学的论证和

推导的共同指向就是自由的状况。这是自由主义

者与其他反对者最本质的一个区别，即自由主义

的观点是依据逻辑知识且愿意面对实践检验的，

而非含糊不清的概念加上违反逻辑的诡辩。不过，

这些知识上的推论并不能够回答全部的问题，特

别是无法回答终极的追问。即这样的自由秩序从

何而来？坚持这样的自由有何终极意义？这些问

题的答案只有从宗教或其他信仰中去寻找。更何

况自由主义者和普通人一样面临着生老病死等人

生问题，需要从宗教或信仰中找到解释。 

其次，宗教或信仰自由是人类多种自由中最

核心的内容，最终能够在自由主义者那里汇集融

合。夏道平认为，“知识分子之所以成为知识分子，

因其求知欲比一般人较强，求知欲愈强的人，他

的知识就愈渊博，而成为高级知识分子。高级知

识分子信教的，似乎很少很少。”
2
然而，自由主义

会在探索的尽头与宗教相遇。当自由主义开始深

入面对人类的具体自由和权利时，就会发现宗教

或信仰自由是各种自由中最核心最重要的内容。

因为，如果一个人内心深处最个性化的信仰、信

念和良知都被剥夺时，其他自由就更没有存在的

空间了。对于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无论他是

否有明确的宗教信仰，他都会对信仰者持有同情

的理解，都会为捍卫宗教或信仰自由而呼吁、抗

争。在人类自由这个核心层面上，自由主义者与

信仰是融合的。 

再次，每个自由主义者会基于自己的宗教资

本来作出信仰选择，相互间能够实现和而不同。

自由主义者不排斥宗教或信仰，在他们知识探索

的尽头，通常也会寻求自己的人生信仰。由于每

个人的生活经历、家庭背景、研究专长、交往群

体的差异，自由主义者在选择个人信仰上必然是

千差万别的。但这并不表明他们之间一定有矛盾，

恰恰相反，自由主义者能够尊重他人的信仰，能

够在不同信仰者之间做到和平而不同。这本身就

是自由主义者的一个主张，也是与反自由主义者

之间最显著的区别。 

 

二、胡适的探索与解答 

胡适先生是典型的“五四人物”，也是现代中

国自由主义的先驱人物。“殷海光总结出了胡适自

由主义思想的七个基本特征：主渐进的、重具体

的、反教条的、个人本位的、存疑的、重实证的、

启蒙的。
3
”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既来自于对自由

社会的亲身体会，更来自于学术研究的自然结论。

胡适在美国学习期间，曾进入到基督教家庭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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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并亲身参与到美国大选中。他在康乃尔大学

学习期间，通过担任“世界学生会”的组织干事

和主席的机会，“学习使用“罗氏议事规程”,“逐

渐了解民主议会议事程序的精义”
4
；他曾去华盛

顿旁听国会，在纽约州的伊萨卡观察地方议会的

运行；他坐着火车到美国各地去进行演讲，东至

波士顿，西到俄亥俄的哥伦布城。这些生活体验

毫无疑问让他感受到一个较为自由的社会的生存

状况。 

胡适并不是一个政治家，他的研究事实上与民主、

自由这些议题较远。但科学的研究方法必然引导

他一步步成为中国的自由主义先驱。胡适自述道：

“杜威对我其后一生的文化生命既然有决定性的

影响，我也就难于作详细的叙述。他对我之所以

具有那样的吸引力，可能也是因为他是那些实验

主义大师之中，对宗教的看法是比较最理性化的

了。”“我本人就是缺少这种“信仰的意志”的众

生之一；所以我对杜威的多谈科学少谈宗教的更

接近“机具主义”（Instrumentalism）的思想方式

比较有兴趣。”“我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

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

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年来所有的著述。”“科学

的法则只是把常识上的法则纪律化而已。近几十

年来我总喜欢把科学法则说成“大胆的假设；小

心的求证”。我总是一直承认我对一切科学研究法

则中所共有的重要程序的理解，是得力于杜威的

教导。”
5
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使胡适成为自由主

义的“大旗”。“而更重要的是，他把“自由主义”

从书本搬到了现实中，形成了一场持久的社会运

动。他以怀疑精神，推动理性觉醒，形成独立人

格；以杂志为舆论平台，倡导自由、容忍、多元

的价值谱系；通过个人影响力反对独裁，推进民

主政治的形成。而他所有的努力，又都处于 20 世

纪上半叶自由民主低潮、而专制主义时髦的时代。

尤其是他的朋友们都开始为各种专制独裁鼓吹时，

他依旧恪守着自由主义的理想。
6
” 

胡适虽然研究和接触过多种宗教，例如，他说“所

以我个人对不抵抗主义的信仰实发源于老子、耶

稣基督，和教友派基督徒的基本信仰。”但他终生

并无明确的宗教归属，他的求知欲和质疑精神让

他不会轻易接受宗教信仰。“在我用中文撰写的

[四十]自述里，我就说过我十几岁的时候，便已

有好怀疑的倾向；尤其是关于宗教方面。我对许

多问题存疑；我[尤其]反对迷信鬼神。”
7
 

那么，胡适就是一个彻底没有终极信仰的人

吗？回答是否定的。从制度性宗教的角度来说，

胡适没有委身于任何宗教。但是从解答终极问题

的个人信仰的角度来看，胡适当然是有的，不过，

他所信奉的是属于灵性（spirituality）层面的，而

非宗教组织层面的。事实上，唐德刚在《胡适自

传》中曾评论说，“适之先生对这两句话‘涵养须

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最为服膺，他老人家不断

向我传教的也是这两句。……所以胡适之先生骨

子里实在是位理学家。他反对佛教、道教乃至基

督教，都是从“理学”这条道路上出发的。”
8
理性，

由于其发展出了形而上的超越性对象，在一定意

义上具有“儒教”的功效。 

胡适对宗教或信仰的态度也深刻地影响到他对自

由主义的看法。1959年 3 月，胡适在《自由中国》

上发表了《容忍与自由》一文，他讲道，“我到今

天还是一个无神论者，我不信有一个有意志的神，

我也不信灵魂不朽的说法。但我的无神论与共产

党的无神论有一点根本的不同。我能够容忍一切

信仰有神的宗教，也能够容忍一切诚心信仰宗教

的人。共产党自己主张无神论，就要消灭一切有

神的信仰，要禁绝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这

就是我五十年前幼稚而又狂妄的不容忍的态度

了。”“这是宗教自由史给我们的教训：容忍是一

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异己”的雅量，就不

会承认“异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受自由。但因

为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我的信念不会错”的心

理习惯，所以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容易

养成的雅量。”“胡适的容忍观，既是理性思考的

结果，具有理论上的根据和经验主义哲学的基础，

同时还具有社会生活和政治现实的背景和根源。”
9
对于胡适强调“容忍”，殷海光基本上是肯定的，

他说“《容忍与自由》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一位老

成人物和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对目前中国的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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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解决之一个总的启示，也是值得大家细读与

深思的文献。”但是，殷海光在文中指出，胡适应

该多向统治者和有权有势的人宣讲“容忍”，因为

他们往往是不容忍的。在这个问题上，殷海光与

胡适是有分歧的，或者说，殷海光与胡适在自由

的实现途径上是差异、隔阂的。 

 

三、殷海光的思考与归宿 

与胡适先生相比，殷海光是“五四后期人物”和

“自由的使者”。胡适先生从研究文学、史学和哲

学进入自由主义，殷海光先生的自由主义理念则

是基于知识论、逻辑学及政治思想。直接影响殷

海光自由主义思想形成的主要有罗素、金岳霖和

海（哈）耶克。“罗素对自由、个体和个性的强调，

对权力、权威和社会组织的限制态度，激起了殷

海光心灵的强烈共鸣。
10
”金岳霖早年研究西方政

治思想，不仅熟悉西方近代以来自由、民主的主

流思潮，而且高度欣赏和认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

度和社会价值观念。作为老师，他对殷海光的影

响也非常深刻。殷海光接触海耶克虽然较晚，但

对其影响同样深远。他说：“我受海耶克教授的影

响是从读《到奴役之路》开始的。这本论著曾给

我的思想以一个新的冲击，它使我对自由主义的

认识加深并且加广。”随着求知的深入，殷海光对

自由主义的认识也日益加深，他说：“自由主义之

最中心的要旨是一种人生哲学、一种生活原理，及

人际互动的一组价值观念，或对人对事的态度。它

是人本主义的，认为个人是人生一切建构和一切活

动的始原起点。个人有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
11
” 

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殷海光同样是一个科

学主义者、实证主义者，如同对待知识一样，他

对信仰的探索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探索。他

要把信仰问题同样放在科学和实证的视野下加以

观察。“据陈鼓应的回忆：“有一次有个同学问殷

先生：‘上帝是不是万能的？’他两手一摊，反问

说：‘上帝！上帝在哪里？’请出来给我瞧瞧。”

接着说：‘如果上帝是万能的，那么它能不能造一

块它自己都推不动的大石头，如果上帝不能造这

样的一块石头，那么它就不是万能的；如果能造

这样的一块石头，而它又推不动，那么它也不是

万能的。’那时的殷先生是个十足的逻辑经验者，

任何精神生命和心灵活动他都要诉诸经验的验

证。”
12
 

在受到爱因斯坦的影响后，殷海光开始关注

宗教的作用，他从宗教信仰与生命和道德的联系

看到了信教的必要性。不过，殷海光对宗教神的

理解，与包括他的夫人和女儿在内的很多信徒的

理解并不完全一样。在《病中语录》中有这样一

段对话：“张尚德问：‘老师，你将来要研究宗教

吗？’殷海光说：‘是的。’张尚德问：‘要做神的

信仰者吗？’殷海光说：‘是的。不过不是传统和

一般意义的。我的神不是有一个具体对象的，而

是爱、同情以及与自然的和谐，就像爱因斯坦所

信仰的那样。’” 

殷海光的这种灵性层面的信仰，不仅使其家

人无法真正理解，也让很多他的朋友误解了他。

围绕着殷海光在重病期间是否曾皈依基督教的问

题，殷海光的家人是肯定的，不过，一些朋友却

认为是殷海光被“利用”的结果。其背景是在殷

海光因癌症住院期间，他接受了宗教人士给他的

祷告。而且在他去世后，在浸信会的怀恩堂举行

追思礼拜。虽然看起来，这样的行为与一贯崇尚

科学、实证和自由的殷海光不相符合，然而却又

是顺其自然的结果。毕竟，知识与信仰所面对的

是完全不同层面的问题。平时这两个层面的问题

混为一体，但当生命面对死亡时这两个层面的问

题就截然分开了。殷海光在生死关头，对神学表

现出浓厚的兴趣，并接受了宗教祈祷的形式，这

说明他与宗教具有了很大程度的亲和性。“殷海光

不但没有拒绝这种力量，相反，他把这当成了改

变他的痛苦和命运的重要依靠。”
13
这样的选择，

其实是再正常不过了，也恰恰是殷海光这样的自

由主义者一生求知探索的独特方式。 

相对于殷海光临终前对宗教或信仰问题的反

思与短暂抉择所不同地是，在另一位自由主义学

者夏道平先生的身上，自由与宗教、知识与信仰

却以更加明确、更加深思熟虑的方式融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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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夏道平的寻找与选择 

在夏道平先生纪念殷海光先生的文章中，他这样

写道：“自从有了乌来的谈话以来，我对殷先生更

加了解，也更加敬佩。敬佩的不只是因为他有这

样的自知之明，更因为他能够锲而不舍地要把一

个具有不同倾向的气质陶铸成理想中的自由主义

者。这种心智的努力，是件十分艰难的事情。”
14
与

殷海光先生不同，夏道平先生在气质上与一个深

刻平和坚韧的自由主义者更为契合。或许是这一

先天的气质差异，使得夏道平先生选择了经济学

研究，也选择了奥地利学派的自由主义思想，还

在晚年明确地选择了成为一个基督徒。 

阅读《夏道平文集》，无论是鲜明的政论文，

还是严谨的学术论文、温情的感忆与家信，都能

感觉出他是一位真诚、温和、沉着的君子，同时

也是一位严肃认真、坚定勇敢的智者。这种“文

如其人”的感觉也得到了夏道平的朋友们的印证，

在他朋友们的眼里，夏道平被看做是“儒者中的贤

人”、“知识分子”典型、“一位自由主义的具有人

道主义精神的经济学家”。恰恰是这样的气质，让

夏道平先生在通往自由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夏道平先生的专业是经济学，他早期也翻译

过福利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的著作。但真正启示

他走上自由主义的，是武汉大学的任凯南和杨端

六两位老师。在这些老师的引领下，夏道平跟随

着“宁可在“经济学家”的正路上默默地走，决

不趋炎附势，转入左道旁门”。
15
从这些老师的身

上，夏道平传承的是做学问的最基本要求，他在

经济学的课堂上常常讲到“经济学是一门理论学

科。它告诉我们的是理解经济事实的思想工具，

而不是经济事实的本身。”在给青年学生的寄语中，

他写道：“‘写作的好坏，没有多大关系；要紧的

是写得诚实’。这一点，我认为更重要，最重要。

所谓“写得诚实”，就是在写作时要忠于自己的知

识，要对知识负责任。”
16
在“经济学家的思路”

一文中，夏道平将通常所谓的“经济学家”区分

为三类：（1）真正的经济学家，（2）经济工程师，

（3）特定经济利益发言人。这样的洞见依然适用

于今天社会。夏道平还写了一篇更为直接的文章

《经济学家不该是学官两栖的动物》，在文中他指

出：“经济学家的众生志业，就是不断地去探究有

远大潜力的经济法则，同时把已经发现的经济法

则不厌其烦地讲给大众认知。”
17
 

强烈的求知欲和诚实的学问之道让夏道平稳

步地通向自由主义的道路。到台湾后，夏道平开

始接触到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著作，这让他的自由

主义得以扩展和扎根。他意识到“奥国学派经济

学家的自由主义，是从市场机能的运作发现的。

这是不同于其他学派自由主义的独特点。”
18
此后，

夏道平翻译了米塞斯著的《反资本主义的心境》、

《经济学的最后基础》和《人的行为》。接着他又

翻译了海耶克的《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洛卜克

的《自由社会的经济学》。他写道：“译了这五本

名著以后，我更深切地、更周延地理解理知的自

由主义，而笃定了我的理念。”“理知的自由主义

者研讨社会问题，不是一味地靠经验知识，他们

更凭借先验的推理。”正是有了坚实的经济学理论

的支撑，夏道平才有了多年的自由主义思想与实

践。他在《自由中国》上写过许多篇掷地有声的

文章，他写的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刺痛

了军方，惊动了党国大员，激起了胡适的义愤。

有人评论说：“夏道平和殷海光，绝对是《自由中

国》最重要的两支健笔。殷先生从理论入手，阐

发民主自由的思想，夏先生则从实际问题入手，

鞭策民主自由的制度。
19
” 

夏道平先生对宗教信仰的选择是清醒而确定

的。他在《自由主义与宗教》一文中详尽介绍了

自己委身基督教的原因，他坦言，“我之成为基督

徒是从知识面通往信仰面。”在这里，夏道平没有

把委身基督教说成多么神秘的事情，他以一贯的

诚实温和的态度说明，在退休后他的求知欲就转

向安身立命的宗教文献。通过阅读这些文献，他

对佛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异同，有了大概的认知。

“同的方面很多很多，总而言之，都是教人为善，

也可简约到一个“爱”字。”对于为何会选择信仰

基督教而不是别的宗教，他也坦诚地表明，因为

基督教的教义更能够满足他的求知欲。具体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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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道：“不管你对“创世纪”的叙述如何看法，

但它对我们这个宇宙“从无到有”这个难以想像

的问题，毕竟有了解答。这个解答是属于信仰面

的，超逻辑的，不能讨论的。但可以使你平静下

来得到安身立命，也就是使你的求知欲有了最后

的归宿。”“基督教也解答了另一个受人质疑的问

题，即：上帝耶和华既是全能的宇宙万物创造者，

而他也是爱人的，为什么要造坏人到人世间作恶

为害呢？这又是一个不能从知识面理解的问题。

但在基督教经文中有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偷吃禁

果的神话（神所讲的话），对这个问题给了解答。”

除此之外，教会的牧师和教友对他诚挚的关怀和

照顾，也让他认识到宗教的好处，“更相信宗教，

真有使人心净化及平静的力量。”
20
 

可以说，由胡适所开辟的中国自由主义者成长的

道路在夏道平这里得以完成。一条路线沿着人文

学科、逻辑学、政治思想，最终到达自由主义经

济学，完成了对自由主义的论证和检验。另一条

路线沿着理学（儒教）、非人格神的信仰一直到基

督徒，实现了对宗教或信仰的包容、理解与融合。

由此，自由主义得以变得更加完善，从而能够扎

根中国，开花结果。 

 

五、对自由主义者的启示 

虽然自由主义一度看起来离我们很遥远，但它并

未真正离去，只是在隔岸平行。承载自由主义思

想的正是胡适、殷海光和夏道平等许许多多的“前

驱”和“使者”。他们的探索为后来者标明了路线，

扫除了障碍，展示了成功。从他们的经历中，我

们可以发现：自由主义者个个都不同，但都珍惜

自己和他人的自由。对于后来的仰慕者和追随者

而言，自由主义依然是一条艰难的道路，在这条

道路上别人无法代替，只有自己亲自来行走。好

在前行者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借鉴。 

一是既要追求个性的自由，也要有为自己行

为负责的担当。自由主义者不只是要求外部制度

和环境的改变，首要地是要努力促进自己心灵的

转变。追求自由比随波逐流困难，约束自己比约

束他人困难，同时追求自由和责任更需要付出非

同一般的代价。 

二是既要积累扎实的科学知识，也要形成清

晰的终极信仰。科学知识与终极信仰各自解决不

同层面的问题，二者并行不悖，缺一不可。科学

知识可以让自由主义者看得更明白，活得更清楚；

终极信仰则可以让自由主义者看得更开通，活得

更坚定。 

三是既要有活跃丰富的自由思想，也要有稳

固有效的权利行动。自由主义不是黑板上的梦想，

也不是茶杯上的空谈，它最终要具体化为言论自

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宗教或信仰自由等等

具体的财产权利、人身权利和公共权利。维护这

些权利的不仅是自由的思想，更重要地是具体有

效的行动。 

 

 

(作者单位：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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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息 
 

一、胡适研究会举办纪念胡适先生 122 岁生日座谈会 

和 2013 年度学术年会 

 

2013 年 12 月 15 日上午，胡适研究会假中国

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319 会议室举行了纪念

胡适先生122岁生日座谈会暨2013年度学术年会。

会议的主题是：如何推动胡适研究，如何推广胡

适思想。 

会议首先由会长耿云志教授致辞。耿会长回

顾了改革开放以来的胡适研究，总结了历次胡适

研讨会的成绩以及今年在安徽绩溪举办“中学生 

读胡适”征文活动的成果。耿会长表示，未来的 

 

 

胡适研究将继续采取稳健、扎实推进的态度。 

参加会议的学者还有：胡明、欧阳哲生、陈

漱渝、梁景和、王法周、杨琥、席云舒、李建军、

蔡磊砢、郑闯琦、吴浩、邱志红、宋广波等 20 余

人。与会者有的介绍了一年来个人的研究成果，

有的对未来的胡适研究也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

会议由欧阳哲生教授主持。 

 

（胡适研究会供稿） 

 

二、倾心作交流    共话保护情 
——胡适诞生 122周年暨国保上庄古建筑群保护座谈会综述 

 

2013 年 12 月 17 日上午，是绩溪县今冬第一

场雪的日子，在胡适故乡上庄迎来了由上庄镇党

委政府、绩溪县胡适研究会主办的活动——“胡适

诞生 122 周年暨国保上庄古建筑群保护座谈会”。

黄山市故园徽州文化促进会、黄山市陈朱理学研

究会、黄山市汪华文化研究会、黄山市戴震研究

会、纪念馆和徽州寻根馆等相关单位专家学者及

本县的相关人士共 20 余人参加了座谈。 

座谈会由绩溪县胡适研究会方静会长主持，

明确了座谈会的两个主题：一是纪念胡适先生诞

生 122 周年，二是就上庄古建筑群保护要大家谈

谈想法。 

首先由上庄镇党委书记胡广义通报国保单位

上庄古建筑群保护情况以及面临的问题、困难，

并表示要加大保护和开发力度，切实做好每一步

工作等。黄山学院方利山教授作了《高瞻远瞩谋

发展——纪念胡适诞生 122 周年》的主旨发言。他

分别从营造氛围提升形象、充实内涵凝聚人气、

创新产品拓开市场及完善交通缩短距离四个方面

具体展开，意在将“胡适”这一国宝牌擦亮，期

待上庄在美好乡村建设中有新的推进。 

方教授发言后，与会者自由发言。胡适先生

同宗胡承哲先生就自己阅读胡适著作和中共十八

大文件，作了一番对比思考，提出胡适先生的“渐

进”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寸

一尺的进步，一点一滴的改良”等思想，对当前

我们国家的治国理念和建设都具有启迪作用。歙

县徽州寻根馆吴琳馆长，联系自己参加海峡两岸

共同纪念胡适 120 周年诞辰的经验，认为进一步

挖掘上庄的人文积淀、推广胡适思想，有利于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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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世人记住上庄。 

绩溪县胡稼民教育思想研究会周文甫会长说：

“要了解宣传胡适，需拉近青少年与胡适的距离，

从青少年学生抓起。”他扼要介绍了该会宣传胡适

的工作：到学校开办讲座，编成集子及配合北京

胡适研究会在适之中学开展的“中学生读胡适”

活动等内容，表示该会一如既往地利用《会刊》

这一平台，在围绕胡适宣传、研究等方面做点工

作。上庄小学王志飞校长也就该校在编写胡适格

言文章、搜集胡适的名言故事和每年的 12 月 17

日作为学校“读书节”等具体活动作了介绍，以

让孩子们了解胡适，目的是让胡适的思想植根在

孩子们心里。 

上庄镇政府胡文华镇长从保护上庄古建筑群

的意义对当前学术工作指导促进、建设新上庄关

注在保护中发展、期望学者推介上庄研究胡适三

方面做了讲话，显示了当地政府的信心和决心。 

章澄宇先生认为，镇政府在现有的条件下，

还是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保护实事，提出挖掘

保护这些看得见的建筑群这物化东西的看法，具

体结合自己保护自家祖宅的事例来作了动情说明。

他的观点一致获得汪后华（比如提及修祠堂）、汪

汉水（比如提及保护名人古墓、修族谱）等乡贤

的应和。 

绩溪中学汪卫洋建议，要充分利用网络这一

平台来汇聚力量，把胡适、上庄和徽文化联系起

来，适当把打着相关品牌的产品，借链接网站，

让“胡适”的牌子越做越大越好。这一倡议获得

大家的认可。 

戴震纪念馆馆长朱彩翠女士认为：如何保护

和开发利用徽文化资源是我们的责任，愿意和胡

适纪念馆加强联系合作，互享经验；并详细介绍

了该馆与黄山市相关部门联合让戴震文化走进校

园（如参观纪念馆、有奖征文活动、免费发放宣

传册等）、走进社区乡村等做法。 

歙县张艳红女士建议成立“上庄村史馆”、以

展牌形式来深入浅出地宣传村史名人，让大家参

加来扩大影响。黄山市地方志陈政先生指出，保

护好徽文化的圣地就是在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

化，可以建立胡适与台湾隔海相望的纪念馆，绩

溪县域在各交通要道上可设立上庄胡适故居的标

识牌，围绕胡适和上庄的开发来做文章（比如建

立兰花盆景园基地等），可在自己主管的网络平台

“故园徽州园”提供专版来开辟“研究胡适”以

拓展宣传渠道、扩大交流和影响等。 

歙县方有正先生、上庄村胡景宪主任、伏岭

邵昌后先生及胡适的亲属胡善航等也作了简短发

言。 

最后，方静会长发言：打造文化圣地（“天开

文运”）、拉响“二胡”、保护物化这一文化载体、

研究上庄就是要研究胡适及其身边的人和读胡适

从小孩抓起等。 

整个座谈会简约而不简单，热烈而不拘束，

并达成共识：一定要加大保护以胡适故居为核心

的国保上庄古建筑群，一定要处理好纪念胡适、

研究胡适与保护建筑群的密切关系。 

座谈会结束后，与会者前往胡适故居敬献花

篮，并参观故居展厅。 

 

（绩溪中学王光静供稿） 

 

 

三、《胡适藏书目录》出版 

 

胡适一生酷爱藏书，在胡适的著述、书信、

日记等主要资料的出版趋于完整的情况下，胡适

藏书的整理、揭示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和

有识之士的关注。本书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与台北

胡适纪念馆联合编纂而成，两馆的藏书基本可以

反映胡适藏书的全貌。北京大学图书馆现存主要

是胡适 1948 年以前的藏书，包括中、日、西文书

刊 8699 种；台北胡适纪念馆现存主要是胡适 1949

年开始到去世收集的藏书，包括中、日、西文书

刊 3813 种。两馆胡适藏书合计 12512 种。本书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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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胡适藏书的书名、著者、著作方式、出版项、

函册、馆藏地、附注等内容。《胡适藏书目录》

与一般书目不同的是，在附注项列出藏书中的批

注、题记、印章、签名、夹纸、夹信等详细资料，

这也是本书最具价值之处。 

本书不仅比较完整地揭示了胡适藏书，而且

将书中的题记做了较为完整的著录，其中既包括

大量胡适手书的题记，也包括与胡适交往的学者、

名人的赠书题记等，这将为研究胡适和中国近代

史的学者提供大量的资料参考。题记中有些附记

该书的来历及相关故事，读者可藉以了解胡适的

行实，与朋友交往的情况。题记中胡适对近代学

者或前人著作留下的批评，有助于我们了解胡适

对这些学人的直接看法，以及了解这些学者之间的

关系。胡适对于近代政治人物，都有他的看法。这

部分藏书上的批注，有助于我们了解胡适这个人，

以及他对政治人物的态度。胡适藏书中有许多近、

现代西方学者的著作，这些著作上胡适留下的批注，

也有助于我们了解胡适对西学的一些观点。胡适在

自己的著作上往往留下注记，上面常常有不少修改

或补充，可以使我们了解他的自我评价，以及他在

学术上的进步和观念的改易变迁。 

以上所述均为首次披露，这对于胡适及其学

术思想，以及中国近代学术史、思想史等的研究

颇具价值。 

该书共 4 册，2013 年 8 月出版。 

 

(邹新明先生供稿) 

 

 

四、時代之聲 

──《自由中國》復刻本重新問世 

 

《自由中國》，一份超越期刊的時代之聲──

1949 年，胡適與雷震等人組成「自由中國社」，秉

持「使整個中華民國成為自由的中國」的理想，

於 1949 年 11 月 20 日正式推出《自由中國》第一

卷第一期的創刊號。其宗旨第一條就是「向全國

國民宣傳自由與民主的真實價值，並且要督促政

府（各級的政府），切實改革政治經濟，努力建立

自由民主的社會。」從根本上說，「自由中國」一

開始就不只是以辦期刊為最終目的，而是希望能

「藉此形成一個自由中國運動」。 

《自由中國》自 1949 年 11 月 16 日至 1960

年 9月 1日，一共發行二十三卷五期（總 260期），

每期同步在香港印發，銷售遍及東南亞、美加、

日韓等地，堪稱 1950 年代華人地區反抗威權最重

要的異議雜誌。 

 

臺灣民主自由的里程碑 

《自由中國》因 1960 年雷震入獄而成為臺灣

爭取民主自由的重要里程碑。事實上，從 1949年

創刊以來，《自由中國》自始貫徹爭取民主自由、

反對專制的堅定立場，甚至由此肇禍。《自由中國》

受到打壓的情況主要有三波：第一波，1951 年發

表社論〈政府不可誘民入罪〉，引發黨政軍接二連

三的壓迫，自此《自由中國》與國民黨政府關係

破裂，軍方等機關單位紛紛退訂；第二波，1956

年出刊「慶祝總統華誕專號」，發表社論〈壽總統

蔣公〉，此期名為祝壽，實為批評蔣介石及國民黨

之專制橫行，出刊後加印至九版，也因此遭到官

方及黨方報刊圍攻，誣其「為共匪思想走私」，印

刷廠亦因此受到壓迫，不敢承印。第三波，導因

於蔣介石及國民黨欲修憲三度連任總統，1958年，

《自由中國》先刊出社論〈勿陷總統於違憲〉，但

仍無法阻擋國民黨強渡關山、藉著修憲以使蔣介

石連任。雷震等人一方面積極籌組反對黨，另一

方面在《自由中國》發表大量反對文章，諸如社

論〈敬向蔣總統作一最後的忠告〉、〈蔣總統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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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歷史交待？〉等，1958 至 1960 年前後刊出近六

十篇；國民黨當局遂制止軍公教人員訂閱、公營

事業拒銷、檢扣「自由中國社」的信件文稿、警

告作者、竊聽電話、干擾印刷廠，直至 1960 年 9

月 4 日，國民黨警備總部逕以「涉嫌叛亂」名義，

逮捕《自由中國》發行人雷震及傅正、馬之驌、

劉子英等四人，震驚海內外，雷震自此繫獄十年，

2002 年始獲平反。 

綜觀《自由中國》，舉凡反對禁書、主張解除

報禁、抨擊教科書標準化、申論反對黨之重要，

1958 年批判「出版法施行細則」和「出版法修正

草案」、1959年對於《祖國周刊》、《自由人》之查

禁表示抗議，「自由中國社」無不從方方面面爭取

言論自由，雷震案雖然表面上以失敗作結，《自由

中國》卻埋下無數民主運動的種子，成為臺灣民

主運動的里程碑。 

 

從中國轉向臺灣的關鍵十年 ── 五○年代臺灣

社會寫真，研究臺灣史必備史料 

《自由中國》探討的議題包羅萬象，當政府

當局還在高呼「反攻大陸」、將焦點放在中國大陸

時，編輯群早已自覺的開發各種專欄，深入介紹

臺灣的自然與人文。例如 1951 年 7月起的「臺灣

產業」，專門介紹臺灣的農業、林業、畜牧業等天

然產業；1952 年 4 月再闢「臺灣研究」，由史學家

方豪主編，特別介紹臺灣的文化與歷史。這些有

計畫的固定專欄意謂著 1949 遷台的學人，已經開

始正視臺灣本身，也反映出他們對臺灣的早期認

識，是研究臺灣史與臺灣認同的寶貴材料。 

同時，《自由中國》也徹底實踐「督促政府」、

「切實改革」的初衷，編輯群自 1950 年 5 月起增

設「時事述評」欄位；1957 年 8 月更提出代表性

的時論專欄「今日的問題」（一共連刊十五期，之

後並結集為單行本出版），不留情面的針砭時政。

專欄之外，各期文章主軸除了最醒目的法治與憲

政議題（例如 1953 年修憲擴大國大職權、1958

年臺灣省第三屆省議員縣市長選舉之流弊、1960

年 6月的選舉改進座談會等），也都扣緊臺灣內政，

舉凡土地問題（耕者有其田、土地徵收放領）、文

化教育問題（簡化字、新詩的發展、青年反共救

國團、黨化教育、翻版盜印、留學生滯外不歸、

教科書標準化、首屆大專聯招、設立中醫學校、

1954 年的文化清潔運動）、經濟問題（臺灣棉布問

題、工業保護政策、物價上漲、證券交易法、證

券市場之設立、戶稅與稅制、公營事業的弊端、

軍公教待遇問題、擴大國際貿易、1958 年工商業

倒閉風潮）等等，在各期中都有豐富的討論。 

《自由中國》敏銳且無遮掩的體現 1950 年代

臺灣社會的脈動，呈現出超乎當代意料的歷史事

實，諸如胡適與雷震等人主張文字簡化的堅定立

場、毛子水等學者反對中醫學校設立一案，認為

是開倒車的不進步之舉，凡此種種，不翻開，難

以想像。《自由中國》堪稱五○年代的臺灣社會寫

真，也是研究臺灣史不可或缺的材料。 

 

臺灣國際地位變化的轉捩點 ── 五○年代國際

局勢速寫，如實呈現中美關係之推移 

1949年中國巨變，1950年代，美國金援臺灣，

使得中美關係與國際局勢隨時牽動國共勢力之消

長。《自由中國》置身於臺灣極力爭取國際支持的

時代背景，也刻意增加大陸和海外通訊的篇幅，

密切關注國際動態，探討的時事包括：美國的麥

肯錫主義、美國共和黨與民主黨的對中策略、韓

戰、越戰、中菲碧瑤會議、美國對日和約、聯合

國會議、美蘇軍備競賽、伊朗石油問題、巴格達

公約、古巴政變、約旦政潮、印尼政變、寮國戰

亂、法屬北非獨立運動、柏林會議、韓國的李承

晚政權等，其中尤以美國有關的報導為最多。 

《自由中國》距今五十餘年，評介國際事務

的密度與強度猶為當前華文雜誌所罕及，堪稱

1950 年代國際關係與中美外交研究的重要素材。

儘管自 1956 年起，「自由中國社」的同仁已不免

意識到臺灣國際孤立的處境；然而五十年後的今

天，我們正可透過《自由中國》，清楚看到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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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中美關係的建立與轉折、臺灣國際地位的變

化，並將兩岸政局與世界局勢進行共時性的橫向

聯結，開啟現代史研究的新視野。 

 

經典名著與重要學術議論的孕生地 ── 頂尖作

者群，囊括一流學人及文壇明星 

《自由中國》的作者皆為一時之選，由雷震、

夏道平、殷海光、傅正等人主編的政經時事版，固

為嚴選之作；另一方面，聶華苓主編的文藝版亦不

遑多讓。這些作者多是隨國民政府遷台而來的一流

學人和作家，曾發表於其上的知名作者如下： 

 
學人專家： 

方    豪、毛子水、王叔岷、王紀五、王雲五、

左舜生、白    瑜、成舍我、牟潤孫、朱養民、

呂訴上、何千里、余英時、吳相湘、沈剛伯、

沈雲龍、李    濟、杭立武、周法高、屈萬里、

胡秋原、胡    適、查良釗、徐復觀、唐德剛、

殷海光、夏道平、夏濤聲、梁容若、陶百川、

郭廷以、郭雨新、張九如、張君勱、張起鈞、

張佛泉、陳啟天、程滄波、傅    正、傅斯年、

齊世英、雷    震、鄒文海、蔣廷黻、鄭學稼、

錢    穆、戴杜衡、瞿荊洲、薩孟武、羅家倫、

羅敦偉、羅鴻詔等。 

文藝名家：  

王    藍、公孫嬿、司馬中原、司馬桑敦、 

朱西寧、余光中、李辰冬、李    敖、吳魯芹、

林海音、於梨華、孟瑤、東方既白、周策縱、

周夢蝶、徐    訏、師    範、馬逢華、夏    菁、

夏承楹（何凡）、梁實秋、張秀亞、陳之藩、

陳紀瀅、郭衣洞（柏楊）、郭良蕙、曾虛白、

琦    君、彭    歌、喬志高、楊念慈、潘人木、

潘    壘、墨    人、蔡文甫、燕歸來、歸    人、
 

聶華苓、蘇雪林。 

這些一流作者在《自由中國》發表的作品，

包括許多經典之作，例如殷海光譯自海耶克的名

作《被奴役之路》、朱養民的《七論反對黨》、林

海音的《城南舊事》、徐訏經典長篇小說《江湖行》

（下部）、孟瑤小說《斜暉》等；此外，某些重要

的學術討論也是在《自由中國》露出，例如王叔

岷〈錢穆先生的莊子纂箋〉、李辰冬〈與潘重規先

生論紅樓夢〉。可見《自由中國》是五○年代的文

藝和學術的重要孕生地，無論是法政經濟還是文

學研究，透過《自由中國》，盡覽名家名作。 

 

值得珍藏 ── 全套復刻，忠實呈現，22 冊不分

售，預購特惠中 

《自由中國》全套完整本，因戒嚴時代的禁

制，坊間早已絕版，蒐羅匪易，擁有全套的藏書

家更屈指可數。秀威資訊為了重新呈現此一深具

價值的時代之作，費心蒐集原書，並利用自身擅

長的 POD（Print  on  Demand）隨需印刷技術，經

過版面去污、錯簡調整等繁複工序，使其經典重

現，紙本精印時，也以 110%放大至更適合閱讀的

A4 開本。 

《自由中國》完整呈現 1950 年代臺灣政治、

經濟、外交、社會、學術、文學等面向，並以臺

灣觀點，側面反映世界局勢，是不可抹去的時代

印記，更是研究與文獻保存的必備用書。 

本刊對文史學界、法政經濟、臺灣研究等各

領域皆極具價值。 

 

全套精裝印製工本費：新臺幣  50,000 元整。

即日起預購九折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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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修订版《胡适文集》（12 册） 

 

 

 

 

 

 

 

 

 

 

 

 

胡适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具国际声誉的学者、

思想家和教育家之一。他在文、史、哲等学科取

得了巨大的成就，是“五四”以来影响中国文化、

学术最深的历史人物。他活跃于社会政治领域，

是中国自由主义最具诠释力的思想家。1998 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在校庆 100 周年活动中隆重推出

《胡适文集》（12 册），其中许多作品采用了胡适

本人的校订本或北大的收藏本，具有很高的文献

价值，在海内外读者中产生了强烈反响。为纪念

胡适这位文化大师逝世五十周年，北大出版社决

定修订再版《胡适文集》。 

此次修订，该套书的编者欧阳哲生又精心做

了许多工作。修订版本着整理如旧的原则，尽量依

照原作最初发表的原始面貌进行整理，将《胡适文

集》所收作品重新与原始出处做了一次核校，力求

呈现最接近大师本人原意的文字面貌，大大提升了

编校质量，是迄今胡适著作最为精审的版本。 

《胡适文集》共 12 册，约 663 万字。各册内

容依次为：第一册《我的信仰》、《四十自述》、《中

国新文学运动小史》、《胡适口述自传》、《附录：

胡传年谱、日记、家传、年表》。第二册《胡适文

存》。第三册《胡适文存二集》。第四册《胡适文

存三集》。第五册《胡适文存四集》、《人权论集》、

《南游杂忆》。第六册《先秦名学史》、《中国古代

哲学史》、《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国中古思

想小史》。第七册《章实斋先生年谱》、《科学的古

史家崔述》、《戴东原的哲学》、《齐白石年谱》、《丁

文江的传记》、《怀人集》。第八册《国语文学史》、

《白话文学史》、《序跋集》。第九集《旧诗稿存》、

《尝试集》、《尝试后集》、《早年文存》。第十册《胡

适集外学术文集》。第十一册《胡适时论集》。第

十二册《胡适演讲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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